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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美國「聯邦法院行政局」（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於今(2006)年4月間向美國國會所提出之「2005年度通訊監察報告」(2005 wiretap report)
之數據可知，美國於2005年度含聯邦及各州之核發通訊監察書(實務上就通訊監察稱之為監聽，而將通訊監察書，稱之監聽票，故以下從之)總件數為1,774件，相較於我國近年來之每年核發監聽票之總件數約2萬件確屬極低。事實上，美國核發監聽票總件數遠低於我國之原因，除了國人對美國監聽數據之解讀失真及美國在監聽制度上有若干不同於我國之設計，造成數量統計上之黑數外
，美國在監聽票之制度設計上存在許多有效的內控及外控機制足以監聽之聲請、許可、核准及執行等程序才是主要原因
，惟外界因此對檢察官浮濫核發監聽票之批評聲浪未曾止歇
，所以法務部乃自民國91年間起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正草案中規定，將偵查中監聽票之核發權，由檢察官改由法官行使，亦即在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向法院聲請核發監聽票。惟內政部警政署對此修正案一再以「為了簡化行政流程、爭取辦案時效，避免延誤偵辦刑案之時機」等理由，多次經由立法委員之提案，有意賦予司法警察機關可逕向法官聲請核發監聽票之權，此提案引發極大之爭論，究竟通訊監察之聲請機制以何者為優，實值探究，本文乃就各種監聽聲請機制之模式及國人常誤引用之美國監聽許可前置模式，做一簡介。  

貳、監聽核發權與監聽聲請機制

 一、監聽核發權 

探討監聽之聲請機制，必先觸及其核發機制。換言之，誰有權核准監聽。有權核准者不外行政首長、檢察官或法官。英國係由行政首長直接核發監聽票，英國Regulation of Investigatory Powers Act 2000第5條規定「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issue a warrant…..」
，所以在英國有權核發監聽票之人係「Secretary of State」(大臣，即相當我國之部長)，並非法官或檢察官。換言之，該國係由行政權直接核發監聽票，核發程序中毫無司法機關介入，僅於核發後有司法監督機制而已；由法官核准監聽者則以美國及日本為代表，依據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簡稱為ECPA）第2516(1)及2516(3)條之規定，美國聯邦監聽票係由聯邦法官核准的
。而依據日本「犯罪搜查有關之通訊監聽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日本有權核發監聽票者為法官
；另檢察官有權核發監聽票者，我國即為適例，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2項規定，通訊監察書之核發，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核發，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惟法務部因考量通訊監察之實施係屬影響人民重要基本人權之強制處分權，且有關通訊監察強制處分權之行使於先進法治國家多由法院行使，為順應世界潮流及符合保障人權之理念，乃自民國91年間起即提案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2項，將偵查中監聽票之核發權，由檢察官改由法官行使。前述有關監聽核發權之行使、立法例及依據，簡列如下表：

	核發權人
	法官
	檢察官
	行政長官
	依據 

	英國
	
	
	v
	Regulation of Investigatory Powers Act 2000第5條

	美國
	v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第2516(1)條及2516(3)條

	日本
	v
	
	
	「犯罪搜查有關之通訊監聽法」第5條第1項

	我

國

現

行

法
	偵查中
	
	V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2項

	
	審判中
	v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2項

	我國修法後
	v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2項修正條文


   二、監聽聲請機制

         參考前述外國之立法例，將偵查中監聽票之核發權由法官行使，是我國未來修法之既定政策，較無爭議。惟對於監聽聲請權應由何人行使，則充滿爭議，爭議中之監聽聲請機制有下列幾種模式：司法警察機關與檢察官均有權獨立聲請(雙聲請主體模式)、司法警察機關有權聲請，但聲請前應先經檢察官之許可(檢察官許可前置模式)、司法警察機關無權聲請，僅檢察官有權聲請(檢察官聲請獨占模式)，僅就3種模式分述如下：
   (一)雙聲請主體模式
         內政部警政署主張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2項之規定修正為「前項通訊監察書，偵查中由檢察官或分局長以上官階之司法警察官以書面記載第11條各款之事項，並敘明理由，聲請該管法院核發，司法警察官聲請時並應通知該管檢察署檢察官，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換言之，內政部警政署主張司法警察機關與檢察官均有權逕向法院聲請核發監聽票。採此立法例者如日本，其最主要之基調乃「為了簡化行政流程、爭取辦案時效，避免延誤偵辦刑案之時機」。
(二)檢察官許可前置模式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2項之修正案於94年5月23日完成一讀程序，審查會通過條文為：「前項通訊監察書，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以書面記載第十一條之事項，並敘明理由、檢附相關文件，聲請該管法院核發；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法官並得於通訊監察書上對執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所以，司法警察機關聲請監聽票前須經由檢察官審核之程序，其理由乃認為現行刑事訴訟法檢察官為唯一偵查主體及參照搜索票之聲請制度。

(三)檢察官聲請獨占模式
         在美國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發動權，係由聯邦檢察官獨占而非掌握在司法警察機關手中，此制度設計與我國之羈押制度相同，係由檢察官掌控羈押之聲請權，並非由司法警察機關逕向法官為之。

有關監聽聲請機制之模式，簡列如下表：

	聲請機制模式
	主張之機關
	立法例
	我國類似之制度設計
	主要理由

	雙聲請主體模式
	警政署
	日本
	雙偵查主體之爭議
	簡化行政流程、爭取辦案時效，避免延誤偵辦時機

	檢察官許可前置模式
	法務部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2項一讀條文
	搜索之聲請
	檢察官為唯一偵查主體及參照搜索票之聲請制度

	檢察官聲請獨占模式
	
	美國
	羈押之聲請
	


         如前所述，究竟通訊監察之聲請機制以何者為優，警政署引用日本之立法例，主張雙聲請主體模式，惟法務部則堅持主張司法警察機關聲請監聽票前須經由檢察官審核之程序，似乎繞著前開兩種模式打轉。有關此兩種模式之優劣，非本文所欲探究。本文所關切的乃有人引用美國有關監聽法制之規定，認為美國之司法警察機關需經過檢察官之許可，始得向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此似乎認為美國之司法警察機關就通訊監察擁有聲請之發動權，僅是要經過檢察官之許可程序而已。換言之，即認為美國係採前述之檢察官許可前置模式。惟此觀念似乎有所誤會，有關美國通訊監察聲請之發動權究竟屬於檢察官或司法警察機關？是否係採前揭之檢察官許可前置模式？此觀念有待釐清。此問題涉及美國聯邦有關監聽之許可程序及聯邦檢察官在聲請核發監聽票時之角色。

參、美國聯邦通訊監察之許可程序
一、法律規定

(一)、依據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之規定︰就本章第2156(1)條所列之各種犯罪，得製作通訊監察聲請書，經聯邦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副檢察總長(Deputy Attorney General)助理檢察總長(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及任何經檢察總長在刑事司(Criminal Division)內特別指定之檢察總長助理(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代理檢察總長助理(acting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檢察總長副助理(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代理檢察總長副助理(acting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之許可，向有管轄權之聯邦法官聲請核發「有線通訊」及「口頭對話」之通訊監察書，該聯邦法官得依據本章第2158條之規定核發由聯邦調查局(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即FBI)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聯邦司法警察機關(a Federal agency)執行通訊監察。

(二)、依據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3)條之規定︰就「聯邦重罪」(Federal felony)，得製作通訊監察聲請書，經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定義之「檢察官或政府律師」(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的許可，向有管轄權之聯邦法官聲請核發「電子通訊」之通訊監察書，該法官得依據本章第2158條之規定核發由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an investigative or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執行通訊監察。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1條(b)(1)之規定，前開所謂之「檢察官或政府律師」係指檢察總長或其助理(the Attorney General or an authorized assistant )、聯邦檢察長或其助理(a United States attorney or an authorized assistant)及依法執行檢察官職務之政府律師(any other attorney authorized by law to conduct proceeding under these rules as a prosecutor)。而前揭所謂之「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依據同法第2510(7)條之規定係指美國聯邦或州及其所屬機關之依法有權執行調查或逮捕本法所列各種犯罪之官員，或執行檢察權限之檢察官而言。

(三)、依據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8(1)(a)條之規定：通訊監察聲請書上應載明之事項包括負責製作聲請書之「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的身份。

(四)、小結：

      1.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就聯邦之通訊監察聲請程序可分為兩種情形，就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所列之特定重大犯罪，限於就「有線通訊」及「口頭對話」類型進行通訊監察，且聲請程序必須經由司法部之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始得為之；就「電子通訊」類型之通訊監察，則只要是任何之「聯邦重罪」均可進行通訊監察，且此聲請程序不必一定要經由司法部之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只要經「聯邦刑事訴訟規則」定義之「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許可即可。此兩條規定之所以前後不一致，係因為後者即第2516(3)條係於1986年修正時始新增就「電子通訊」得進行通訊監察，立法者認為就「電子通訊」之通訊監察對個人隱私侵害的強度，並不像對「有線通訊」及「口頭對話」進行通訊監察對個人隱私侵害的強度那麼強，故乃將得進行通訊監察之罪名放寬至所有之「聯邦重罪」，且並未要求此類型之通訊監察一定要經由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程序
。

      2.至於聲請通訊監察係由何人名義製作及聲請，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8(1)(a)條僅規定：聲請書應載明之事項包括負責製作聲請書之「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的身份，而如前所述，所謂之「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係指美國聯邦或州及其所屬機關之依法有權執行調查或逮捕本法所列各種犯罪之官員，或執行檢察權限之檢察官而言。因為第2518(1)規定聲請書應載明之事項甚多，各種事項之製作人可能是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員，此規定並未表明聲請書本身應以何人之名義為之，究係指此聲請書得由司法警察官員或檢察官製作，或僅得以檢察官名義製作，此實務上之細部操作規定，應由司法部以行政規定補充之。

二、司法部之行政規定

如上所述，就3種不同類型之通訊監察是否應經由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乙節，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之規定並不相同，司法部為統一事權，因為通訊隱私法第2516(3)條所規定有權許可「電子通訊」之「檢察官或政府律師」，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之規定亦包括檢察總長或其助理在內，所以司法部乃於其內部之操作規定上作了事務分配之調整。在司法部之檢察官操作手則(United States Attorneys' Manual)9-7.100有關電子監控節中規定
，就「電子通訊」類型中之有關電腦及傳真機之通訊監察仍應經由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僅就呼叫器部分之通訊監察規定應經由「聯邦檢察長」(United States Attorney)之許可
。所以美國聯邦通訊監察在向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前之許可程序可分為「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程序」及「聯邦檢察長之許可程序」，茲整理如下表：
	      類型
	得通訊監察之犯罪
	有權許可之官員
	法令依據

	有線通訊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所列之特定重大犯罪
	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詳見本表註1)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

	口頭對話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所列之特定重大犯罪
	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

	電子通訊
	電腦
	所有「聯邦重罪」(Federal felony)
	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3)條、檢察官操作手則9-7.100

	
	傳真機
	所有「聯邦重罪」
	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3)條、檢察官操作手則9-7.100

	
	呼叫器
	所有「聯邦重罪」
	「聯邦檢察長」(United States Attorney)(詳見本表註2)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3)條、檢察官操作手則9-7.100




註1：「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指：聯邦檢察總長、副檢察總長、助理檢察總長、及任何經檢察總長在刑事司內特別指定之檢察總長助理、代理檢察總長助理、檢察總長副助理、代理檢察總長副助理。

        註2：因國人習慣將「United States Attorney」翻譯成「聯邦檢察長」，而將「聯邦助理檢察官」(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翻譯成「聯邦檢察官」，故此處從之。

三、「許可前置」係監聽制度之內控機制

  (一)「許可前置」係內部之審核機制

由前述之規定可知，美國聯邦案件之通訊監察，在向聯邦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前，應經司法部內之「許可程序」後始得為之，而此前置之許可程序又可區分為「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程序」及「聯邦檢察官之許可程序」。歸納而言，就「有線通訊」及「口頭對話」類型之通訊監察規定應經由司法部之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而就「電子通訊」類型之通訊監察，則不必經由司法部之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只要經由聯邦檢察官之許可即可。

(二)透過法律及行政規定達成中央集權式之許可機制

1.緊縮得經由聯邦檢察官許可之範圍

如上所述，司法部僅就呼叫器部分之通訊監察透過內規，釋放由聯邦檢察官許可，其餘絕大部分之許可權則仍中央集權於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

2.由司法警察官準備事實確認書，由檢察官負責聲請通訊監察，相互制衡 

             依據司法部之檢察官操作手則9-7.110之規定，由負責案件調查之「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負責撰擬聲請通訊監察所要求之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基礎要件事實的「確認書」(affidavit)，該「確認書」應經負責撰擬之執法官員宣誓，並做為聲請書之一部分
；由聯邦檢察官或聯邦助理檢察官負責通訊監察聲請書之撰擬。另依該操作手則之「刑事資源操作手則」(criminal resource manual)第28篇有關電子監控聲請書規定之第A點規定，該聲請書必須由聯邦檢察官或聯邦助理檢察官簽名。可知，美國通訊監察之聲請書係由聯邦檢察官或聯邦助理檢察官負責撰擬，而進行案件調查之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則負責製作「確認書」，經過前揭許可程序後，由聯邦檢察官或聯邦助理檢察官備妥相關文件具名向該管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
。透過由司法警察官準備事實確認書，由檢察官負責聲請通訊監察之方式，達到相互制衡之目的。

        3.司法部內「電子監控小組」幕僚審核機制的建立

              美國司法部為執行通訊監察相關業務，在其刑事司(Criminal Division)內之「執法行動辦公室」(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下，設了一個「電子監控小組」(Electronic Surveillance Unit)，內有數名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負責監督通訊監察業務，提供相關事項之諮詢，並負責許可程序之審查幕僚作業。當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及(或)聯邦調查機關將「通訊監察聲請書」、「確認書」及相關資料送進「電子監控小組」後，該小組即將該案分配予某一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負責進行許可程序之幕僚審查程序。如果該小組之承辦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認為該案符合法律所要求之事實及法律要件，並為重要案件及符合司法部之政策，且各聯邦調查機關之總部亦同意該案之執行(詳如後述)，則會簽請負責之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審核，經該高階長官核准後，隨即將該長官之許可書送交本案聲請許可之承辦檢察官
。

4.許可程序前之執行預算審查的控管

依2005年度通訊監察報告顯示，此年度全美平均每一件執行通訊監察案件之花費為美金55,530元，而聯邦案件平均每一件執行通訊監察案件之費用更高達美金70,480元
，折合新台幣超過2百餘萬元，其通訊監察之執行費用極為龐大。美國基於無法支應大量執行通訊監察之財務面的考量，司法部乃透過內規規定，在聲請通訊監察前之許可程序時，聯邦調查機關必需將相關資料送交該調查機關位於華盛頓特區之總部進行「確認書」之執行預算的審查
。所以，在有限之預算控制下，聲請通訊監察之件數自然不可能過高。美國透過對執行預算審查的控管機制，使得美國在近10年來之聲請通訊監察總件數，每年均能維持在1千件至2千件之間。

肆、結語
依據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等通訊監察之相關規定，在向聯邦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前，固然應經過前開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或聯邦檢察長之許可程序後始得為之，但此聲請程序並非由司法警察機關以其名義直接向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而係由聯邦檢察官以其名義向法官為之。美國通訊監察之聲請書係由聯邦檢察官負責撰擬，而進行案件調查之司法警察機關官員則負責製作「確認書」，經過許可程序後，由聯邦檢察官將前開「確認書」及「許可書」當作「通訊監察聲請書」之一部分，連同其他相關文件，由聯邦檢察官具名向該管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

有人引用美國有關監聽法制之規定，認為美國之司法警察機關需經過檢察官之許可，始得向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並以美國立法例做為前述檢察官許可前置模式之支撐依據，顯有所誤會。事實上，在美國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發動權，係由聯邦檢察官獨占而非掌握在司法警察機關手中，此制度設計與我國之羈押制度相同，係由檢察官掌控羈押之聲請權，並非由司法警察機關逕向法官為之。換言之，美國係採前述之檢察官聲請獨占模式而非檢察官許可前置模式，此不可不辨。
         簡介美國聯邦通訊監察之許可程序
                                                    黃謀信
壹、前言

        依美國之電子通訊隱私法規定，聯邦案件之通訊監察，在向聯邦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前，應經司法部內之「許可程序」後始得為之，而此許可程序又可區分為「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程序」及「聯邦檢察官之許可程序」，本文擬就此聯邦許可程序之相關法律規定、行政規定及實務運作方式作一簡介。

貳、「電子通訊隱私法」之沿革

美國於1934年制訂「聯邦通訊法」(Federal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用以規範通訊監察事務，直至1968年，因聯邦最高法院之Berger v. New York(注
) 及Katz v. United States(注
)兩個案件，乃在「犯罪防制及街坊安全法」(The omnibus Crime Control and Safe Street Act)之第3篇（Title III）的第2510條至第2520條中規範通訊監察，一般稱之為「聯邦通訊監察法」(Federal Wiretap Act)，此法之通訊監察客體僅限於對「有線通訊」(wire)及「口頭對話」(oral)進行通訊監察，並未包括新興之通訊類型，例如電子郵件、傳真等，因為前開法案對新興的「電子通訊」(electronic communication)可否進行通訊監察引發極大之爭論，直到1986年，美國國會始將「電子通訊」亦納入得通訊監察之範圍，並將第119章更名為「有線通訊、電子通訊及口頭對話之截取」章(Wire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Interception And Interception of Oral Communications)，一般稱之為「電子通訊隱私法」（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簡稱為ECPA），修正後之得進行通訊監察之客體包括「有線通訊」、「口頭對話」及「電子通訊」等3種類型。(注
)

參、聯邦通訊監察之許可程序
一、法律規定

(一)、依據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之規定︰就本章第2156(1)條所列之各種犯罪，得製作通訊監察聲請書，經聯邦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副檢察總長(Deputy Attorney General)助理檢察總長(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及任何經檢察總長在刑事司(Criminal Division)內特別指定之檢察總長助理(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代理檢察總長助理(acting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檢察總長副助理(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代理檢察總長副助理(acting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之許可，向有管轄權之聯邦法官聲請核發「有線通訊」及「口頭對話」之通訊監察書，該聯邦法官得依據本章第2158條之規定核發由聯邦調查局(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即FBI)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聯邦司法警察機關(a Federal agency)執行通訊監察。
(二)、依據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3)條之規定︰就「聯邦重罪」(Federal felony)，得製作通訊監察聲請書，經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定義之「檢察官或政府律師」(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的許可，向有管轄權之聯邦法官聲請核發「電子通訊」之通訊監察書，該法官得依據本章第2158條之規定核發由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an investigative or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執行通訊監察。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1條(b)(1)之規定，所謂之「檢察官或政府律師」(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係指檢察總長或其助理(the Attorney General or an authorized assistant )、聯邦檢察官或其助理(a United States attorney or an authorized assistant)及依法執行檢察官職務之政府律師(any other attorney authorized by law to conduct proceeding under these rules as a prosecutor)。而所謂之「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依據同法第2510(7)條之規定係指美國聯邦或州及其所屬機關之依法有權執行調查或逮捕本法所列各種犯罪之官員，或執行檢察權限之檢察官而言。
(三)、依據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8(1)(a)條之規定：通訊監察聲請書上應載明之事項包括負責製作聲請書之「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的身份。

(四)、小結：

     1.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就聯邦之通訊監察聲請程序可分為兩種情形，就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所列之特定重大犯罪，限於就「有線通訊」及「口頭對話」類型進行通訊監察，且聲請程序必須經由司法部之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始得為之；就「電子通訊」類型之通訊監察，則只要是任何之「聯邦重罪」均可進行通訊監察，且此聲請程序不必一定要經由司法部之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只要經「聯邦刑事訴訟規則」定義之「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許可即可。此兩條規定之所以前後不一致，係因為後者即第2516(3)條係於1986年修正時始新增就「電子通訊」得進行通訊監察，立法者認為就「電子通訊」之通訊監察對個人隱私侵害的強度，並不像對「有線通訊」及「口頭對話」進行通訊監察對個人隱私侵害的強度那麼強，故乃將得進行通訊監察之罪名放寬至所有之「聯邦重罪」，且並未要求此類型之通訊監察一定要經由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程序。(註
)

     2.至於聲請通訊監察係由何人名義製作及聲請，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8(1)(a)條僅規定：聲請書應載明之事項包括負責製作聲請書之「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的身份，而如前所述，所謂之「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係指美國聯邦或州及其所屬機關之依法有權執行調查或逮捕本法所列各種犯罪之官員，或執行檢察權限之檢察官而言。因為第2518(1)規定聲請書應載明之事項甚多，各種事項之製作人可能是司法警察官員或檢察官，此規定並未表明聲請書本身應以何人之名義為之，究係指此聲請書得由司法警察官員或檢察官製作，或僅得以檢察官名義製作，此實務上之操作規定，應由司法部以行政規定補充之。

二、司法部之行政規定

(一)、集中許可權於司法部

如上所述，就3種不同類型之通訊監察是否應經由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乙節，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之規定並不相同，司法部為統一事權，因為通訊隱私法第2516(3)條所規定有權許可「電子通訊」之「檢察官或政府律師」，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之規定亦包括檢察總長或其助理(the Attorney General or an authorized assistant )在內，所以司法部乃於其內部之操作規定上作了事務分配調整。在司法部之檢察官操作手則(United States Attorneys' Manual)9-7.100有關電子監控節中規定(註
)，就「電子通訊」類型中之有關電腦及傳真機之通訊監察仍應經由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僅就呼叫器部分之通訊監察規定應經由「聯邦檢察官」(United States Attorney)之許可(註
)。所以美國通訊監察在向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前之許可程序可分為「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程序」及「聯邦檢察官之許可程序」，茲整理如下表：

	類型
	得通訊監察之犯罪
	有權許可之官員
	法令依據

	有線通訊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所列之特定重大犯罪
	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表註1)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

	口頭對話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所列之特定重大犯罪
	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

	電子通訊
	電腦
	所有「聯邦重罪」(Federal felony)
	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3)條、檢察官操作手則)9-7.100

	
	傳真機
	所有「聯邦重罪」
	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3)條、檢察官操作手則9-7.100

	
	呼叫器
	所有「聯邦重罪」
	「聯邦檢察官」(United States Attorney)(表註2)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3)條、檢察官操作手則9-7.100




註1：「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指：聯邦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副檢察總長(Deputy Attorney General)助理檢察總長(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及任何經檢察總長在刑事司(Criminal Division)內特別指定之檢察總長助理(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代理檢察總長助理(acting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檢察總長副助理(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代理檢察總長副助理(acting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註2：全美分為94個聯邦訴訟轄區，每一個聯邦訴訟轄區由1個聯邦檢察官掌管，但關島與北馬里亞納群島兩個聯邦訴訟轄區僅由1個聯邦檢察官掌管，故目前全美共設有93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共有93個聯邦檢察官，但國內有人將此「聯邦檢察官」翻譯成「聯邦檢察長」，而將「聯邦助理檢察官」翻譯成「聯邦檢察官」。
   (二)、由司法警察官準備事實確認書，由檢察官負責聲請通訊監察 

             依據司法部之檢察官操作手則9-7.110之規定，由負案件調查之「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負責撰擬聲請通訊監察所要求之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基礎要件事實的「確認書」(affidavit)，該「確認書」應經負責撰擬之執法官員宣誓，並做為聲請書之一部分(註
)；由聯邦檢察官(United States Attorney)或聯邦助理檢察官(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負責通訊監察聲請書之撰擬。另依該操作手則之「刑事資源操作手則」(criminal resource manual)第28篇有關電子監控聲請書規定之第A點載明，該聲請書必須由聯邦檢察官或聯邦助理檢察官簽名。由上可知，美國通訊監察之聲請書係由聯邦檢察官或聯邦助理檢察官負責撰擬，而進行案件調查之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則負責製作「確認書」，經過前開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或聯邦檢察官(如前所述，此僅限於呼叫器之通訊監察)之許可程序後，由聯邦檢察官或聯邦助理檢察官備妥相關文件具名向該管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註
)。在實務操作上，由聯邦檢察官或聯邦助理檢察官具名之聲請書，稱之為「通訊監察聲請書」(APPLICATION FOR INTERCEPTION OF COMMUNITION)，由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具名之確認書，則稱為「支持聲請書之確認書」(AFFIDAVIT SUPPORT OF APPLICATION )，而前開「確認書」及「許可書」則當作係「通訊監察聲請書」之一部分。(註
)

三、實務之操作流程 

  (一)、美國司法部為執行通訊監察相關業務，在其刑事司(Criminal Division)內之「執法行動辦公室」(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下，設了一個「電子監控小組」(Electronic Surveillance Unit)，內有若干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負責監督通訊監察業務，提供相關事項之諮詢，並負責許可程序之審查幕僚作業。

   (二)、當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及(或)聯邦調查機關將「通訊監察聲請書」、「確認書」及相關資料送進「電子監控小組」後，該小組即將該案分配予某一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負責進行許可程序之幕僚審查程序。同時，聯邦調查機關也必需將相關資料送交該調查機關位於華盛頓特區之總部進行「確認書」之法律及預算方面之審查。「電子監控小組」於收案後會就該案件涉及之犯罪類型知會刑事司內之業務主管單位，就該案之重要性(significance)表示意見。如果該小組之承辦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認為該案符合法律所要求之事實及法律要件，並為重要案件及符合司法部之政策，且各聯邦調查機關之總部亦同意該案之執行，則會製作審查意見書(action memorandum)，簽經該小組組長、「執法行動辦公室」主任送交負責之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審核，經該高階長官核准後，即將該長官之許可書(memorandum)送交本案聲請許可之承辦檢察官或助理檢察官，由該承辦檢察官或助理檢察官連同前開由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具名之確認書，均作為「通訊監察聲請書」之一部分，由其具名向該管法官聲請通訊監察。(註
)

  (三)、至於呼叫器通訊監察之許可程序則較為單純，無庸經前開司法部之許可程序，惟仍應經各聯邦調查機關總部之同意該案之執行後，再經聯邦檢察官之許可，向該管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註
)

肆、結語

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雖就「有線通訊」及「口頭對話」類型之通訊監察規定應經由司法部之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而就「電子通訊」類型之通訊監察，規定不必經由司法部之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只要經由「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許可程序即可，惟美國司法部為統一事權，在其內部之操作規定上作了事務分配調整，就「電子通訊」類型中之有關電腦及傳真機之通訊監察仍規定應經由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僅就呼叫器部分之通訊監察規定應經由「聯邦檢察官」之許可。

美國通訊監察之聲請書係由聯邦檢察官或聯邦助理檢察官負責撰擬，而進行案件調查之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則負責製作「確認書」，經過前開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或聯邦檢察官之許可程序後，由聯邦檢察官或聯邦助理檢察官將前開「確認書」及「許可書」當作「通訊監察聲請書」之一部分，連同其他相關文件，由聯邦檢察官或聯邦助理檢察官具名向該管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

      美國聯邦檢察官在通訊監察程序中之角色

                                                    黃謀信

	壹、前言

貳、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程序時之角色

一、協助司法警察機關製作「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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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通訊監察程序時之角色
一、簽發「最小化原則指示書」，並監督及指導執行通訊監察之人員

二、定期向法官提交「通訊監察進度報告」

三、提供法律意見與協助，進行合法性及妥適性之監督

四、聲請封存通訊監察所得之錄音、錄影等紀錄，並聲請通知受通訊監察人

肆、結語


壹、前言
美國在「犯罪防制及街坊安全法」(The omnibus Crime Control and Safe Street Act)第2510條至第2522條中規範有關通訊監察事務，一般稱之「電子通訊隱私法」（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簡稱為ECPA）或「Title III」
。依「電子通訊隱私法」之規定，聯邦檢察官無論在核發通訊監察之聲請程序中及執行通訊監察程序時，均扮演極重要之角色，本文乃就聯邦檢察官(註
)在美國通訊監察程序中之工作，簡述如下。
貳、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程序時之角色
依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之規定，聯邦案件之通訊監察，在向聯邦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前，應經司法部內之「許可程序」後始得為之，而此前置之許可程序又可區分為「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程序」及「聯邦檢察官之許可程序」。歸納而言，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雖就「有線通訊」及「口頭對話」類型之通訊監察規定應經由司法部之特定高階長官(註
)之許可，而就「電子通訊」類型之通訊監察，規定不必經由司法部之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只要經由「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許可程序即可，惟美國司法部為統一事權，在其內部之操作規定上作了事務分配之調整(註
)，就「電子通訊」類型中之有關電腦及傳真機之通訊監察仍規定應經由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僅就呼叫器部分之通訊監察規定應經由「聯邦檢察官」之許可。惟無論經由何種許可程序，美國通訊監察之聲請書均係由聯邦檢察官負責撰擬，而進行案件調查之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則負責製作「確認書」(affidavit)，在經過前開許可程序後，由聯邦檢察官將前開「確認書」及「許可書」當作「通訊監察聲請書」之一部分，連同其他相關文件，由聯邦檢察官具名向該管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註
)。由上可知，在美國通訊監察之聲請程序中，檢察官負有3項工作。
一、協助司法警察機關製作「確認書」(affidavit in support of application)

           雖然「確認書」係由進行案件調查之犯罪調查機關官員所製作及具名，但因該確認書所載之內容包括：犯嫌之身份、實施通訊監察之類型及地點、所犯罪名、合理懷疑之事實、通訊監察之必要性、所需通訊監察之時間、最小化原則(minimization)等事實及調查經過(註
)，且涉及是否符合法律所規定之通訊監察要件，故實務上，司法警察官員在製作確認書前會先與承辦檢察官溝通，且會將確認書之初稿交由承辦檢察官審核，由檢察官協助其製作妥適之確認書。(註
)

二、取得司法部內部之「許可書」(authorization for interception order application memorandum)

   (一)、美國司法部為執行通訊監察相關業務，在其刑事司(Criminal Division)內之「執法行動辦公室」(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下，設了一個「電子監控小組」(Electronic Surveillance Unit)，內有若干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負責監督通訊監察業務，提供相關事項之諮詢，並負責許可程序之審查幕僚作業。
   (二)、當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及(或)聯邦調查機關將「通訊監察聲請書」、「確認書」及相關資料送進「電子監控小組」後，該小組即將該案分配予某一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負責進行許可程序之幕僚審查程序。同時，聯邦調查機關也必需將相關資料送交該調查機關位於華盛頓特區之總部進行「確認書」之法律及預算方面之審查。「電子監控小組」於收案後會就該案件涉及之犯罪類型知會刑事司內之業務主管單位，就該案之重要性(significance)表示意見。如果該小組之承辦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認為該案符合法律所要求之事實及法律要件，並為重要案件及符合司法部之政策，且各聯邦調查機關之總部亦同意該案之執行，則製作審查意見書(action memorandum)，簽經該小組組長、「執法行動辦公室」主任送交負責之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審核，經該高階長官核准後，隨即將該長官之許可書送交本案聲請許可之承辦檢察官。(註
)

(三)、至於呼叫器通訊監察之許可程序則較為單純，無庸經前開司法部之許可程序，惟仍應經各聯邦調查機關總部之同意該案之執行後，再經聯邦檢察官之許可，向該管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註
)

三、製作「通訊監察聲請書」(application for interception of wire or oral communications)，並具名向該管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
承辦檢察官於收到前開許可程序之許可書及確認書後，應將之當作「通訊監察聲請書」一部分，由該承辦檢察官在「通訊監察聲請書」上具名向該管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註
)
參、執行通訊監察程序時之角色
一、簽發「最小化原則指示書」(memorandum for minimization instructions)，並監督及指導執行通訊監察之人員
        檢察官對負責截聽、記錄等執行通訊監察之人員(monitor)，包括司法警察、外語翻譯人員及其他支援人力均有監督(supervising)(註
)及指導(training)(註
)之責。其內容包括：第一，檢察官必需要求所有執行通訊監察之人員事先閱讀本案之通訊監察聲請書、確認書、通訊監察核准書等文件，以便對案情、通訊監察對象及可能涉犯之犯罪等有所了解；第二、檢察官必需向執行通訊監察之人員指示執行通訊監察時所應注意之「最小化原則」（註
）。所謂「最小化原則」係指依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8(5)條之規定，執行通訊監察時，應對與本案無關之對話進行最小可能性之截聽。換言之，當執行通訊監察人員截聽到與本案無關之對話時，應即終止之；第三、檢察官必需指示執行通訊監察之人員，執行通訊監察時應注意避免截取到享有不受通訊監察權利(privileged communication)之特定關係人間的對話，例如：律師與客戶間、夫與妻間、醫生與病人間、神職人員與懺悔者間之對話(註
)；第四、檢察官必需隨全案之發展持續告知最新涉及本案之人、物等最新案情及指示，使執行通訊監察之人員能掌握案情及有所遵從。有關前開多項指示，實務上的作法係由檢察官簽發臚列出各項具體指示之「最小化原則指示書」，交由執行通訊監察之人員在執行之前詳細閱讀後並簽名，以示其已充分了解檢察官之具體指示。(註
)

二、定期向法官提交「通訊監察進度報告」(progress report)

依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8(6)條之規定，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會在通訊監察書有效期間(30日)內，要求檢察官就該案件之進度及是否有繼續通訊監察之必要性，定期出具書面或口頭報告。實務上之作法係由法官決定應提出5日進度報告(five-day progress report)或10日進度報告(ten-day progress report)等(註
)。通常檢察官應於該進度報告中載明已截取之對話數、與本案有關與無關之對話數、新鎖定之對象、是否已執行逮捕、搜索或扣押、是否發現通訊監察書未臚列之犯罪、是否有通訊監察技術上之困境及是否有繼續通訊監察之必要性等事項(註
)，承辦法官藉此得以就通訊監察之執行進行司法監督(Judicial oversight)。(註
)
三、提供法律意見與協助，進行合法性及妥適性之監督
           在美國實務上，檢察官以監督及建議之方式，積極參與通訊監察之執行。因為執行人員在通訊監察之執行時，常面臨無法解決之法律問題，檢察官之角色即在監督執行通訊監察之合法性及妥適性，以確保執行通訊監察所得證據之具有證據能力(註
)。事實上，在美國司法實務上，對個案執行通訊監察之監督，除了上述之司法監督外，尚有內部監督機制或檢察官監督機制(Agency or prosecutorial oversight)，此乃由執行通訊監察機關派資深監察官在場負責監督執行人員，並由檢察官擔任監督角色。在U.S.v.Bynum,360F.Supp.400 (S.D.N.Y.1973)乙案中，係由兩名資深監察官(senior inspector)進行24小時全天候之監督，而檢察官則負責通訊監察計劃之擬定，並與前開資深監察官保持密切之連繫；在U.S.v.Torres,908F.2d1417(9th Cir.1990)乙案中，DEA則另派一名資深幹員負責24小時全天候監督執行人員，並由檢察官負責24小時全天候法律諮詢。(註
)

   四、聲請封存(seal)通訊監察所得之錄音、錄影等紀錄(recording)，並聲請通知受通訊監察人(inventory notice) 

           依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8(8)(a)條之規定，檢察官應於通訊監察結束後即刻(immediately)向法官聲請封存所有之通訊監察所得之錄音、錄影等紀錄，檢察官若無法合理解釋其未聲請封存或遲延封存之原因時，將導致該通訊監察所得證據被排除當作證據適用(註
)；另依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8(8)(d)條之規定，檢察官應於通訊監察結束後之合理期間內，向法官聲請通知受通訊監察人，故檢察官亦負有聲請通知受通訊監察人之義務。

肆、結語
依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之規定，關於聯邦案件之通訊監察，雖係由聯邦法官核准，並由司法警察、外語翻譯人員及其他支援人力等負責實際第一線之截聽、記錄等執行工作，但聯邦檢察官在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程序時，負有協助司法警察機關製作「確認書」、取得司法部內部之「許可書」及製作「通訊監察聲請書」，並具名向該管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等工作。在執行通訊監察程序時，則負有簽發「最小化原則指示書」，並監督及指導執行通訊監察之人員；定期向法官提交「通訊監察進度報告」；提供法律意見與協助，進行合法性及妥適性之監督；聲請封存通訊監察所得之錄音、錄影等紀錄，並聲請通知受通訊監察人等監督及指導執行通訊監察人員之工作。由此可知，美國聯邦檢察官無論在核發通訊監察之聲請程序中及執行通訊監察程序時，均扮演極重要且關鍵之角色。
         美國聯邦通訊監察之內控機制

(此文刊載於「檢察新論」第1期,96.1.10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出版)
                                                    黃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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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美國「聯邦法院行政局」（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於今(2006)年4月間向美國國會所提出之「2005年度通訊監察報告」(2005 wiretap report)
之數據可知，美國於2005年度含聯邦及各州之核發通訊監察書總件數為1,774件，相較於我國同年之核發通訊監察書總件數確屬極低，探究美國核發通訊監察書總件數遠低於我國之原因，除了國人對美國通訊監察數據之解讀失真及美國在通訊監察制度上有若干不同於我國之設計，造成數量統計上之黑數外
，美國在通訊監察之制度設計上存在許多有效的內控及外控機制足以節制通訊監察之聲請、許可、核准及執行等程序，才是最主要原因
。在外控機制方面，例如：法律規定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要件甚嚴且程序繁複、法官對檢察官聲請通訊監察的准駁、法官對聯邦法院行政局提出「個案報告」、司法部長或司法部長助理向聯邦法院行政局提出「年度報告」及聯邦法院行政局向國會提出「年度報告」等，此固均為有效的監督方式，惟根據聯邦法院行政局所公布之1994年至2005年之通訊監察報告數據顯示，近12年來，美國聯邦與州法官就通訊監察之總新聲請案16,195件中，僅於1996年駁回1件、1998年駁回2件、2002年駁回1件、2005年駁回1件，前後12年總共僅駁回5件聲請案
。換言之，美國法官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核准率是趨近於百分之百的。由此可知，美國核發通訊監察書數量之所以極低，並非在於法官嚴格把守核發程序等外控機制的有效運作，而係檢察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數量本來就極低，之所以如此，歸其原因應係美國有一套極為嚴密的內控機制，本文乃試著探究此可能的內控機制。  

貳、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之沿革
         美國於1934年制訂「聯邦通訊法」(Federal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用以規範通訊監察事務，直至1968年，因受聯邦最高法院之Berger v. New York
及Katz v. United States
兩個案件判決之影響，乃在「犯罪防制及街坊安全法」(The omnibus Crime Control and Safe Street Act)之第3篇（Title III）的第2510條至第2520條中規範通訊監察事務，一般稱之為「聯邦通訊監察法」(Federal Wiretap Act)，此法規定之通訊監察範圍僅限於對「有線通訊」(wire)及「口頭對話」(oral)兩類進行通訊監察，並未包括新興之電子通訊類型，例如電子郵件、傳真等，嗣因前開法案對新興的「電子通訊」(electronic communication)可否進行通訊監察引發極大之爭論，直到1986年，美國國會始將「電子通訊」亦納入得通訊監察之範圍，並將第119章更名為「有線通訊、電子通訊及口頭對話之截取」章(Wire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Interception And Interception of Oral Communications)，一般稱之為「電子通訊隱私法」（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簡稱為ECPA），經此修正後之得進行通訊監察之範圍包括「有線通訊」、「口頭對話」及「電子通訊」等3種類型
 
。

參、內控機制之探究

一、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許可前置」的審核機制

依據「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之規定︰就本章第2156(1)條所列之各種犯罪，得製作通訊監察聲請書，經聯邦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副檢察總長(Deputy Attorney General)、助理檢察總長(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及任何經檢察總長在刑事司(Criminal Division)內特別指定之檢察總長助理(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代理檢察總長助理(acting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檢察總長副助理(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代理檢察總長副助理(acting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之許可(以下稱為「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程序」)，向有管轄權之聯邦法官聲請核發「有線通訊」及「口頭對話」之通訊監察書，該聯邦法官得依據本章第2158條之規定核發由聯邦調查局(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即FBI)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聯邦司法警察機關(a Federal agency)執行通訊監察；同法第2516(3)條規定︰就「聯邦重罪」(Federal felony)，得製作通訊監察聲請書，經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定義之「檢察官或政府律師」
(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的許可(以下稱為「聯邦檢察官之許可程序」)，向有管轄權之聯邦法官聲請核發「電子通訊」之通訊監察書，該法官得依據本章第2158條之規定核發由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
(an investigative or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執行通訊監察。故由前開之規定可知，美國聯邦案件之通訊監察，在向聯邦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前，應經司法部內之「許可程序」後始得為之，而此前置之許可程序又可區分為「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程序」及「聯邦檢察官之許可程序」。歸納而言，就「有線通訊」及「口頭對話」類型之通訊監察規定應經由司法部之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而就「電子通訊」類型之通訊監察，則不必經由司法部之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只要經由聯邦檢察官之許可即可。

二、透過法律及行政規定達成中央集權式之許可機制

(一)緊縮得經由聯邦檢察官許可之範圍
由前揭「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之規定可知，美國聯邦通訊監察之許可程序係屬中央集權式，僅集中於司法部內之某些特定高階長官有權許可，雖1986年第2516(3)條修正時認為就「電子通訊」之通訊監察對個人隱私侵害的強度，並不像對「有線通訊」及「口頭對話」進行通訊監察對個人隱私侵害的強度那麼強，故乃將得進行通訊監察之罪名放寬至所有之「聯邦重罪」，且並未要求此類型之通訊監察必需經由「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程序」，只要經由「聯邦檢察官之許可程序」即可
，惟因為此規定有權許可「電子通訊」之「檢察官或政府律師」，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1條(b)(1)之規定亦包括檢察總長或其助理在內，換言之，依修正後之規定，就「電子通訊」類之通訊監察之許可程序，並未排除檢察總長等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故國會與司法部於修法時達成非正式之共識，在此條文修正後之3年內，「電子通訊」類之通訊監察仍應經「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程序」。3年過後，司法部乃於其內部之「檢察官操作手則」(United States Attorneys' Manual)9-7.100有關電子監控之章節中規定
，就「電子通訊」類型中之有關電腦及傳真機之通訊監察仍應經由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僅就呼叫器部分之通訊監察規定應經由聯邦檢察官之許可
。換言之，司法部僅就呼叫器部分之通訊監察透過內規，釋放由聯邦檢察官許可，其餘絕大部分之許可權則仍中央集權於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

(二)由司法警察官準備事實確認書，由檢察官負責聲請通訊監察，相互制衡 

           依據司法部之檢察官操作手則9-7.110之規定，由負責案件調查之「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負責撰擬聲請通訊監察所要求之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基礎要件事實的「確認書」(affidavit)，該「確認書」應經負責撰擬之執法官員宣誓，並做為聲請書之一部分
；由聯邦檢察官或聯邦助理檢察官負責通訊監察聲請書之撰擬。另依該操作手則之「刑事資源操作手則」(criminal resource manual)第28篇有關電子監控聲請書規定之第A點規定，該聲請書必須由聯邦檢察官或聯邦助理檢察官簽名。可知，美國通訊監察之聲請書係由聯邦檢察官或聯邦助理檢察官負責撰擬，而進行案件調查之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則負責製作「確認書」，經過前揭許可程序後，由聯邦檢察官或聯邦助理檢察官備妥相關文件具名向該管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
。透過由司法警察官準備事實確認書，由檢察官負責聲請通訊監察之方式，達到相互制衡之目的
。

     (三)司法部內「電子監控小組」幕僚審核機制的建立

            美國司法部為執行通訊監察相關業務，在其刑事司(Criminal Division)內之「執法行動辦公室」(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下，設了一個「電子監控小組」(Electronic Surveillance Unit)，內有數名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負責監督通訊監察業務，提供相關事項之諮詢，並負責許可程序之審查幕僚作業。當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及(或)聯邦調查機關將「通訊監察聲請書」、「確認書」及相關資料送進「電子監控小組」後，該小組即將該案分配予某一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負責進行許可程序之幕僚審查程序。如果該小組之承辦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認為該案符合法律所要求之事實及法律要件，並為重要案件及符合司法部之政策，且各聯邦調查機關之總部亦同意該案之執行(詳如後述)，則會簽請負責之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審核，經該高階長官核准後，隨即將該長官之許可書送交本案聲請許可之承辦檢察官
。
(四)許可程序前之執行預算審查的控管

依2005年度通訊監察報告顯示，此年度全美平均每一件執行通訊監察案件之花費為美金55,530元，而聯邦案件平均每一件執行通訊監察案件之費用更高達美金70,480元
，折合新台幣超過2百餘萬元，其通訊監察之執行費用極為龐大。美國基於無法支應大量執行通訊監察之財務面的考量，司法部乃透過內規規定，在聲請通訊監察前之許可程序時，聯邦調查機關必需將相關資料送交該調查機關位於華盛頓特區之總部進行「確認書」之執行預算的審查
。所以，在有限之預算控制下，聲請通訊監察之件數自然不可能過高。美國透過對執行預算審查的控管機制，使得美國在近10年來之聲請通訊監察總件數，每年均能維持在1千件至2千件之間。
三、檢察官於執行通訊監察時之介入控制
(一)簽發「最小化原則指示書」(memorandum for minimization instructions)，並監督及指導執行通訊監察
         檢察官對負責截聽、記錄等執行通訊監察之人員(monitor)，包括司法警察、外語翻譯人員及其他支援人力均有監督(supervising)
及指導(training)
之責。其內容包括：第一，檢察官必需要求所有執行通訊監察之人員事先閱讀本案之通訊監察聲請書、確認書、通訊監察核准書等文件，以便對案情、通訊監察對象及可能涉犯之犯罪等有所了解；第二、檢察官必需向執行通訊監察之人員指示執行通訊監察時所應注意之「最小化原則」
。所謂「最小化原則」係指依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8(5)條之規定，執行通訊監察時，應對與本案無關之對話進行最小可能性之截聽。換言之，當執行通訊監察人員截聽到與本案無關之對話時，應即終止之；第三、檢察官必需指示執行通訊監察之人員，執行通訊監察時應注意避免截取到享有不受通訊監察權利(privileged communication)之特定關係人間的對話，例如：律師與客戶間、夫與妻間、醫生與病人間、神職人員與懺悔者間之對話
；第四、檢察官必需隨全案之發展持續告知最新涉及本案之人、物等最新案情及指示，使執行通訊監察之人員能掌握案情及有所遵從。有關檢察官之前開指示，美國實務上的作法係由檢察官簽發臚列出各項具體指示之「最小化原則指示書」，交由執行通訊監察之人員在執行之前詳細閱讀後並簽名，以示其已充分了解檢察官之具體指示
。
(二)定期向法官提交「通訊監察進度報告」(progress report)

依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8(6)條之規定，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會在通訊監察書有效期間(30日)內，要求檢察官就該案件之進度及是否有繼續通訊監察之必要性，定期出具書面或口頭報告。實務上之作法係由法官決定應提出5日進度報告(five-day progress report)或10日進度報告(ten-day progress report)等
。通常檢察官應於該進度報告中載明已截取之對話數、與本案有關與無關之對話數、新鎖定之對象、是否已執行逮捕、搜索或扣押、是否發現通訊監察書未臚列之犯罪、是否有通訊監察技術上之困境及是否有繼續通訊監察之必要性等事項
，承辦法官藉此得以就通訊監察之執行進行司法監督(Judicial oversight)
。

(三)提供法律意見與協助，進行合法性及妥適性之監督
              在美國實務上，檢察官以監督及建議之方式，積極參與通訊監察之執行。因為執行人員在通訊監察之執行時，常面臨無法解決之法律問題，檢察官之角色即在監督執行通訊監察之合法性及妥適性，以確保執行通訊監察所得證據之具有證據能力
。事實上，在美國司法實務上，對個案執行通訊監察之監督，除了上述之司法監督外，尚有內部監督機制或檢察官監督機制(Agency or prosecutorial oversight)，此乃由執行通訊監察機關派資深監察官在場負責監督執行人員，並由檢察官擔任監督角色。例如：在U.S.v.Bynum,360F.Supp.400 (S.D.N.Y.1973)乙案中，係由兩名資深監察官(senior inspector)進行24小時全天候之監督，而檢察官則負責通訊監察計劃之擬定，並與前開資深監察官保持密切之聯繫；在U.S.v.Torres,908F.2d1417(9th Cir.1990)乙案中，DEA(美國聯邦緝毒署)則另派一名資深幹員負責24小時全天候監督執行人員，並由檢察官負責24小時全天候法律諮詢
。
     (四)聲請封存(seal)通訊監察所得之錄音、錄影等紀錄(recording)，並聲請通知受通訊監察人(inventory notice) 

              依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8(8)(a)條之規定，檢察官應於通訊監察結束後即刻(immediately)向法官聲請封存所有之通訊監察所得之錄音、錄影等紀錄，檢察官若無法合理解釋其未聲請封存或遲延封存之原因時，將導致該通訊監察所得證據被排除當作證據使用
；另依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8(8)(d)條之規定，檢察官應於通訊監察結束後之合理期間內，向法官聲請通知受通訊監察人，故檢察官亦負有聲請通知受通訊監察人之義務。

肆、結語
因為美國聯邦及各州歷年來核發通訊監察書之總件數均極低，外界因此對我國檢察官浮濫核發通訊監察之批評聲浪未曾止歇，由上開美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數據已明確顯示我國檢察官於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數量上確屬過多，檢察官應引以為戒，惟再細究其因，美國在通訊監察之制度設計上存在許多有效的內控及外控機制足以節制通訊監察之聲請、許可、核准及執行等程序。觀察美國近12年來，法官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核准率是趨近於百分之百的，可見，美國核發通訊監察書數量之所以極低，顯非係法官嚴格把守核發程序等外控機制的有效運作，而係經由司法部內之嚴密的內控機制所達成，此內控機制包括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許可前置的審核機制、透過法令規定達成中央集權式之許可程序及由檢察官於執行通訊監察程序時介入控制等等，由美國近10年來之全年聲請通訊監察總件數，始終能維持在1千件至2千件間的實證成果觀之，美國聯邦通訊監察之內控機制似可提供我國對檢察官浮濫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批評的借鏡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未來修法方向的參考。
美國司法警察機關可否逕向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
           (本文刊載於法務通訊第2283期,95.4.6)

                                           黃謀信(註
)

壹、前言
據報載：內政部警政署於立法院上個會期結束前，經由立法委員之提案，有意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正案中，賦予司法警察機關可逕向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權，此提案引發國內極大之爭論。此問題涉及兩個層面，首先是，可否由司法警察機關以其名義逕向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再則是，司法警察機關在以其名義向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時，是否應如同聲請核發搜索票一般，先經由檢察官之許可後始得為之？關於此爭議，大部份之攻防均著重於後者，很多人引用美國有關通訊監察法制之規定，認為美國之司法警察機關需經過檢察官之許可，始得向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此似乎認為美國之司法警察機關就通訊監察擁有聲請之發動權，僅是要經過檢察官之許可程序而已。惟此觀念似乎有所誤會，有關美國通訊監察聲請之發動權究竟屬於檢察官或司法警察機關？此問題涉及美國聯邦有關核發通訊監察書之許可程序及聯邦檢察官(註
)在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時之角色，茲簡介如下。(註
)
貳、聯邦通訊監察之許可程序
一、法律規定
(一)、依據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簡稱為ECPA）第2516(1)條之規定︰就本章第2156(1)條所列之各種犯罪，得製作通訊監察聲請書，經聯邦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副檢察總長(Deputy Attorney General)助理檢察總長(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及任何經檢察總長在刑事司(Criminal Division)內特別指定之檢察總長助理(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代理檢察總長助理(acting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檢察總長副助理(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代理檢察總長副助理(acting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之許可，向有管轄權之聯邦法官聲請核發「有線通訊」及「口頭對話」之通訊監察書，該聯邦法官得依據本章第2158條之規定核發由聯邦調查局(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即FBI)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聯邦司法警察機關(a Federal agency)執行通訊監察。
(二)、依據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3)條之規定︰就「聯邦重罪」(Federal felony)，得製作通訊監察聲請書，經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定義之「檢察官或政府律師」(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的許可，向有管轄權之聯邦法官聲請核發「電子通訊」之通訊監察書，該法官得依據本章第2158條之規定核發由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an investigative or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執行通訊監察。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1條(b)(1)之規定，前開所謂之「檢察官或政府律師」係指檢察總長或其助理(the Attorney General or an authorized assistant )、聯邦檢察長或其助理(a United States attorney or an authorized assistant)及依法執行檢察官職務之政府律師(any other attorney authorized by law to conduct proceeding under these rules as a prosecutor)。而前揭所謂之「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依據同法第2510(7)條之規定係指美國聯邦或州及其所屬機關之依法有權執行調查或逮捕本法所列各種犯罪之官員，或執行檢察權限之檢察官而言。
(三)、依據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8(1)(a)條之規定：通訊監察聲請書上應載明之事項包括負責製作聲請書之「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的身份。
(四)、小結：
      1.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就聯邦之通訊監察聲請程序可分為兩種情形，就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所列之特定重大犯罪，限於就「有線通訊」及「口頭對話」類型進行通訊監察，且聲請程序必須經由司法部之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始得為之；就「電子通訊」類型之通訊監察，則只要是任何之「聯邦重罪」均可進行通訊監察，且此聲請程序不必一定要經由司法部之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只要經「聯邦刑事訴訟規則」定義之「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許可即可。此兩條規定之所以前後不一致，係因為後者即第2516(3)條係於1986年修正時始新增就「電子通訊」得進行通訊監察，立法者認為就「電子通訊」之通訊監察對個人隱私侵害的強度，並不像對「有線通訊」及「口頭對話」進行通訊監察對個人隱私侵害的強度那麼強，故乃將得進行通訊監察之罪名放寬至所有之「聯邦重罪」，且並未要求此類型之通訊監察一定要經由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程序。(註
)

      2.至於聲請通訊監察係由何人名義製作及聲請，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8(1)(a)條僅規定：聲請書應載明之事項包括負責製作聲請書之「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的身份，而如前所述，所謂之「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係指美國聯邦或州及其所屬機關之依法有權執行調查或逮捕本法所列各種犯罪之官員，或執行檢察權限之檢察官而言。因為第2518(1)規定聲請書應載明之事項甚多，各種事項之製作人可能是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員，此規定並未表明聲請書本身應以何人之名義為之，究係指此聲請書得由司法警察官員或檢察官製作，或僅得以檢察官名義製作，此實務上之細部操作規定，應由司法部以行政規定補充之。
二、司法部之行政規定
如上所述，就3種不同類型之通訊監察是否應經由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乙節，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之規定並不相同，司法部為統一事權，因為通訊隱私法第2516(3)條所規定有權許可「電子通訊」之「檢察官或政府律師」，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之規定亦包括檢察總長或其助理在內，所以司法部乃於其內部之操作規定上作了事務分配之調整。在司法部之檢察官操作手則(United States Attorneys' Manual)9-7.100有關電子監控節中規定(註
)，就「電子通訊」類型中之有關電腦及傳真機之通訊監察仍應經由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僅就呼叫器部分之通訊監察規定應經由「聯邦檢察長」(United States Attorney)之許可(註
)。所以美國聯邦通訊監察在向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前之許可程序可分為「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程序」及「聯邦檢察長之許可程序」，茲整理如下表：
	類型
	得通訊監察之犯罪
	有權許可之官員
	法令依據

	有線通訊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所列之特定重大犯罪
	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詳見本表註1)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

	口頭對話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所列之特定重大犯罪
	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

	電子通訊
	電腦
	所有「聯邦重罪」(Federal felony)
	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3)條、檢察官操作手則9-7.100

	
	傳真機
	所有「聯邦重罪」
	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3)條、檢察官操作手則9-7.100

	
	呼叫器
	所有「聯邦重罪」
	「聯邦檢察長」(United States Attorney)(詳見本表註2)
	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3)條、檢察官操作手則9-7.100




註1：「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指：聯邦檢察總長、副檢察總長、助理檢察總長、及任何經檢察總長在刑事司內特別指定之檢察總長助理、代理檢察總長助理、檢察總長副助理、代理檢察總長副助理。
        註2：因國人習慣將「United States Attorney」翻譯成「聯邦檢察長」，而將「聯邦助理檢察官」(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翻譯成「聯邦檢察官」，故此處從之。
參、檢察官在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時之角色
無論經由前述之何種許可程序，美國通訊監察之聲請書均係由聯邦檢察官負責撰擬，而進行案件調查之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則負責製作「確認書」(affidavit)，在經過前開許可程序後，由聯邦檢察官將前開「確認書」及「許可書」當作「通訊監察聲請書」之一部分，連同其他相關文件，由聯邦檢察官具名向該管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由上可知，在美國通訊監察之聲請程序中，檢察官負有3項工作。
一、協助司法警察機關製作「確認書」(affidavit in support of application)

           雖然「確認書」係由進行案件調查之犯罪調查機關官員所製作及具名，但因該確認書所載之內容包括：犯嫌之身份、實施通訊監察之類型及地點、所犯罪名、合理懷疑之事實、通訊監察之必要性、所需通訊監察之時間、最小化原則(minimization)(註
)等事實及犯罪調查經過(註
)，並涉及是否符合法律所規定之通訊監察要件，故實務上，司法警察官員在製作確認書前會先與承辦檢察官溝通，且有時會將確認書之初稿交由承辦檢察官審核，由檢察官協助其製作妥適之確認書。(註
)

二、取得司法部內部之「許可書」(authorization for interception order application memorandum)

   (一)、美國司法部為執行通訊監察相關業務，在其刑事司內之「執法行動辦公室」(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下，設了一個「電子監控小組」(Electronic Surveillance Unit)，內有若干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負責監督通訊監察業務，提供相關事項之諮詢，並負責許可程序之審查幕僚作業。
   (二)、當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及(或)聯邦調查機關將「通訊監察聲請書」、「確認書」及相關資料送進「電子監控小組」後，該小組即將該案分配予某一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負責進行許可程序之幕僚審查程序。同時，聯邦調查機關也必需將相關資料送交該調查機關位於華盛頓特區之總部進行「確認書」之法律及預算方面之審查。「電子監控小組」於收案後會就該案件涉及之犯罪類型知會刑事司內之業務主管單位，就該案之重要性(significance)表示意見。如果該小組之承辦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認為該案符合法律所要求之事實及法律要件，並為重要案件及符合司法部之政策，且各聯邦調查機關之總部亦同意該案之執行，則製作審查意見書(action memorandum)，簽經該小組組長、「執法行動辦公室」主任送交負責之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審核，經該高階長官核准後，隨即將該長官之許可書送交本案聲請許可之承辦檢察官。(註
)

(三)、至於呼叫器通訊監察之許可程序則較為單純，無庸經前開司法部之許可程序，惟仍應經各聯邦調查機關總部之同意該案之執行後，再經聯邦檢察長之許可，向該管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註
)

三、製作「通訊監察聲請書」(application for interception of wire or oral communications)，並具名向該管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
承辦檢察官於收到前開許可程序之許可書及確認書後，應將之當作「通訊監察聲請書」一部分，由該承辦檢察官在「通訊監察聲請書」上具名後向該管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
肆、結語

依據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等通訊監察之相關規定，在向聯邦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前，固然應經過前開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或聯邦檢察長之許可程序後始得為之，但此聲請程序並非由司法警察機關以其名義直接向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而係由聯邦檢察官以其名義向法官為之。美國通訊監察之聲請書係由聯邦檢察官負責撰擬，而進行案件調查之司法警察機關官員則負責製作「確認書」，經過許可程序後，由聯邦檢察官將前開「確認書」及「許可書」當作「通訊監察聲請書」之一部分，連同其他相關文件，由聯邦檢察官具名向該管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換言之，在美國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發動權，係由聯邦檢察官獨占而非掌握在司法警察機關手中，此制度設計與我國之羈押制度相同，係由檢察官掌控羈押之聲請權，並非由司法警察機關逕向法官為之。
簡析美國核發通訊監察書遠低於我國之原因
(本文刊載於法務通訊第2284期,95.4.13)

                                                                       黃謀信(註
)
壹、前言
根據「聯邦法院行政局」（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向國會所提出之2004年度通訊監察報告(2004 wiretap report)(註
)之數據可知，美國於2004年度含聯邦及各州之核發通訊監察書總數僅為1,710件(實際上應為3,051件，詳如後述)，相較於我國同年之通訊監察總件數確屬極低，外界因此對檢察官浮濫核發通訊監察之批評聲浪未曾止歇。由上開美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數據已明確顯示我國檢察官於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數量上確屬過多，檢察官應引以為戒，本文無意就此辯駁。惟國人於引用美國前開通訊監察總件數批評檢察官濫發通訊監察書時，未明瞭之所以造成美國通訊監察總件數遠低於我國之主要原因，亦使上開數據之解讀失真，實有予以釐清之必要。
貳、數據解讀之失真
一、美國法官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比率趨近於百分之百
        根據「聯邦法院行政局」所公布之1994年至2004年之通訊監察數據顯示，11年來，美國聯邦與州法官就通訊監察之總新聲請案14,421件及總展期聲請案11,450件中，僅於1996年駁回1件、1998年駁回2件、2002年駁回1件，前後僅駁回4件(註
)。換言之，美國法官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比率是趨近於百分之百的。故美國核發通訊監察書數量之所以極低，並非在於法官嚴格把守核發程序，而係檢察官與執法機關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數量極低。外界對我國檢察官浮濫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批評，事實上是不夠精確的。
二、美國計算通訊監察件數之基準與我國不同
        美國「聯邦法院行政局」所提出年度通訊監察報告之核發通訊監察書件數，事實上僅指該年度新聲請之件數，而展期聲請件數係另計。以美國2004年為例，總新聲請件數為1,710件，展期聲請件數為1,341件，故實際上之核發總件數應為3,051件，並非國人常引用之1,710件。惟我國在通訊監察數據統計時，展期聲請為另一個案號，實務運作時，部分地檢署仍將之列入總數計算，以致同一案件若不斷續行通訊監察，其「續監案」將重覆計入我國之通訊監察件數總數中。
三、美國通訊監察數量統計上之黑數
        美國在通訊監察制度上有若干不同於我國之設計，此設計足以大量降低美國通訊監察聲請之需求，相對於我國，事實上是美國通訊監察數量統計上之黑數。
(一)、「單方同意監聽」(Consensual Monitoring)無庸聲請核准
依據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簡稱為ECPA）第2516(2)(c)條之規定，經通訊當事人或通訊當事人之一方事先同意監聽，並非不法之行為。因此，美國司法部在其內部之「檢察官操作手則」(United States Attorneys' Manual)9-7.301中，即明確地鼓勵運用此規定對線民及臥底警察進行通訊監察(註
)。換言之，經由對線民及臥底警察之通訊監察(當然線民及臥底警察會事先同意通訊監察)，可獲取大量之原本應進行通訊監察對象的情資，因為無庸經由向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之程序(但司法部在內控上規定應經特定之內部許可程序)，自然不會顯示在通訊監察的數據上。
(二)、使用同一電子序號（ESN）之所有電話號碼均無庸另行聲請核准
       美國實務運作上，法官都會在通訊監察書上應檢察官之要求，同意記載「本通訊監察書核准範圍，不僅就通訊監察書上所列之電話號碼，而且包括使用同一電子序號（ESN）之所有電話號碼。」(註
)。換言之，只要是使用與通訊監察書上所載電子序號相同之所有電話號碼，均不必另行聲請核准。故即使受通訊監察人不斷地更易電話號碼，只要是使用同一行動電話機(每一行動電話機有唯一的電子序號)，均為准許通訊監察之範圍，此在偵辦毒犯不斷地更換電話號碼以逃避追緝之毒品犯罪，係極重要之利器。相較於我國，在受通訊監察人不斷地更易電話號碼之情況下，均必須對新電話號碼另行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此亦係造成我國於偵辦毒品犯罪時，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數量極為龐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機動性監聽」（roving wiretaps）由對「特定線路」監聽改為「特定人」監聽
依據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8(11)(b)條之規定，在符合特定要件下，可使用「機動性監聽」（roving wiretaps）(註
)，使通訊監察之方式，由「特定線路」改為「特定人」，增加執法機關通訊監察之機動力。換言之，在特定要件之情況下，得監聽涉嫌人所使用之任何電話(註
)。反觀我國之通訊監察係針對特定線路，而非針對特定人，故對每一個線路進行通訊監察，都必須獲得個別核准，無法如美國對「特定人」進行通訊監察，因此亦增加了我國實施通訊監察之件數。
參、美國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數量低之原因
一、形式上或實質上不允許通訊監察
     依照美國「聯邦法院行政局」所提出之2004年度通訊監察報告顯示，目前全美僅有44州有通訊監察之法律規定。換言之，在州案件之偵辦，並非全美各州均可進行通訊監察。而且，依據1997年至2004年之通訊監察報告顯示，全美年度至少核發1件通訊監察書之總州數僅分別為：24、26、28、26、25、20、24、20州。由此可知，縱使在有通訊監察制度之各州，全美有約二分之一的州在近8年內未核發過1件通訊監察書。換言之，在全美過半數的州政府並未使用通訊監察，已實質上無通訊監察制度存在。此由2004年度，全美各州核發通訊監察書之76％係集中於紐約州、加州、紐澤西州及佛羅里達州等4州，此亦可得知，美國大多數的州，在州案件之偵辦上，是沒有或極少使用通訊監察的。
二、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要件甚嚴
依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之規定，聯邦案件之通訊監察，在向聯邦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前，應經司法部內之「許可程序」後始得為之，而此許可程序又可區分為「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程序」及「聯邦檢察官之許可程序」。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雖就「有線通訊」及「口頭對話」類型之通訊監察規定應經由司法部之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而就「電子通訊」類型之通訊監察，規定不必經由司法部之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只要經由「檢察官或政府律師」許可程序即可，惟美國司法部為統一事權，在其內部之操作規定上作了事務分配調整，就「電子通訊」類型中之有關電腦及傳真機之通訊監察仍規定應經由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之許可，僅就呼叫器部分之通訊監察規定應經由「聯邦檢察官」之許可。另美國通訊監察之聲請書係由聯邦檢察官負責撰擬，而進行案件調查之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則負責製作「確認書」，經過前開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或聯邦檢察官之許可程序後，由聯邦檢察官將前開「確認書」及「許可書」當作「通訊監察聲請書」之一部分，連同其他相關文件，由聯邦檢察官具名向該管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由此可見，在美國欲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其核發通訊監察書所要求之法定構成要件標準甚高，且許可程序及聲請程序之事前準備工作極為繁重，已影響檢察官及司法警察機關之聲請意願。
三、執行通訊監察之人物力負擔甚重
美國是個各種人種匯集的國家，故在執行通訊監察時，常須僱用大量之外語翻譯人員負責執行，且實務上，除負責執行截聽之人員外，司法警察機關必需另行指派資深監察官在場，進行24小時全天候之監督。另依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8(6)條之規定，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會在通訊監察書有效期間(30日)內，要求檢察官就該案件之進度及是否有繼續通訊監察之必要性，定期出具書面或口頭報告。實務上之作法係由法官決定應提出5日進度報告(five-day progress report)或10日進度報告(ten-day progress report)等(註
)，故檢察官在每隔一段時間內即必須向法官提出進度報告。可知，前開執行之人力負擔極重。再者，依2004年度通訊監察報告顯示，該年度平均每一件執行通訊監察案件之花費為美金63,011元(註
)，折合新台幣約2百萬元，其費用極為龐大。故美國司法部乃規定在聲請通訊監察前之許可程序時，聯邦調查機關必需將相關資料送交該調查機關位於華盛頓特區之總部進行「確認書」之預算方面的審查(註
)。所以，在有限之預算控制下，聲請通訊監察之件數自然不可能過高，這也應該是美國為何在近十年來之聲請通訊監察總件數，均能維持在一定數量的一個重要原因。
肆、結語
造成國人認為美國通訊監察總件數遠低於我國之原因，除了國人對美國通訊監察數據之解讀失真及美國在通訊監察制度上有若干不同於我國之設計，造成數量統計上之黑數外，美國各州無論在形式上或實質上已不允許通訊監察，且美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要件甚嚴、程序繁複，而執行通訊監察之人物力負擔極重，此均係檢察官與執法機關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數量極低的重要因素。我國之通訊監察制度與美國存有若干不同之規定及背景，此於解讀美國通訊監察制度時，尚不可不察。
Suffolk Superior Court參訪記實

                       黃謀信

11月10日參加了法學院所安排的全天Suffolk Superior Court參訪課程，Suffolk Superior Court位於麻州的Boston downtown，乍看該法院的名稱會誤以為該法院是上訴法院，但實際上，此法院係地區法院。在整天的法庭觀察及與院長、數位法官午餐座談後，有數點觀感，整理如下。

一、法庭配置──檢察官在法庭內之人身安全的憂慮

此法院之法庭配置係檢察官位於面對法官前方之第一排，被告與律師並坐於第二排，檢辯雙方前後平行，陪審團則位於垂直之旁側。換言之，被告與律師坐於檢察官後方，檢察官背對被告與律師。此法庭配置令我對檢察官於法庭內之人身安全甚感憂慮，因為被告坐於檢察官後方僅不到兩公尺處，且檢察官係背對被告，而戒護之法警並非在被告旁戒護，而係另有法警座位。被告一進入法庭內隨即解開所有戒具，與辯護律師及檢察官同在欄杆範圍內(in the well of the courtroom )，如果被告欲於法庭內襲擊檢察官，是件極為容易的事。相較於同源法系之英國，被告坐於法庭後方法警旁之獨立空間「the dock」裡，此法院之法庭配置令我極為驚訝。當天旁聽的是一件兩個被告共同殺人的案件，若該兩個長相凶悍、身材魁梧的被告聯手攻擊檢察官，後果將不堪設想。但此問題在將檢察官視為與被告完全對等地位的美國，似乎未將檢察官之人身安全另作特殊之考量。因為該法院於進入法院前需經過嚴密之人身安全檢查，其嚴密程度並不亞於搭機時之入出境檢查，所以該法院認為不可能有武器會被攜帶到法庭內，所以未曾考慮過前該問題。但是，縱使嚴密之檢查可避免被告以武器攻擊檢察官，惟被告徒手自後方襲擊檢察官之情況，似乎並非不可能發生，法院不可不防範。 

二、陪審團──效率的質疑

  (一)、陪審員之參與意願

       某一個案件於觀察當天無法審結，因為接下來三天係放假日，法官乃要求陪審員於三天後再至法院繼續該案之審理，並指示此三天內不得洩露與討論案情等，我看見多位陪審員馬上面有難色，甚至有一位陪審員當場遞交一張紙條經法警轉交法官，法官隨即召集律師於庭前會議，經討論後，法官認為該陪審員所指拒當陪審員之原因不影響案情，要求其仍繼續參與本案，該陪審員之臉色以乎顯得無奈。

  (二)、陪審員之表現

       大部分之陪審員於法庭上之表現，在外觀上看來尚稱專注，但於冗長無味之陳述時，有多位陪審員仍不免不支地打起瞌睡，甚至，連法官於律師objection時，亦對他造律師自承”Sorry! I lost your question .”。看來，連法官也會失了神。

  (三)、陪審員對案件之掌握度

       有位同學於座談時詢及陪審員對案件之掌握程度如何，尤其在較專業性之案件時，對陪審員是否有能力掌控案情，甚表懷疑。我覺得此問題問得好，但法官們之答覆卻不令我滿意，他們回答說，要我們不要低估陪審員之水準，陪審員於聽審時會勤作筆記，對案情之掌握沒有問題，要我們相信陪審員之能力。  

  (四)、陪審團制度之效率

       另有同學懷疑陪審團之效率，回答之法官們也認為陪審團之效率的確是個問題，但他說，在麻州百分之94至96之刑事案件是沒有陪審團參與的，所以只有小部分案件是有陪審團存在的。(此正呼應刑事訴訟法教授STUNTZ於課堂中對我們提到的，在美國有百分之95的案件是透過認罪協商制度解決的，且這個比率仍不斷地增加中。)

三、檢察官與律師──唱作俱佳

 (一)、檢辯雙方使用多媒體設備進行攻防

        為了吸引陪審員之注意，並使其易於掌握案情，在我觀察的幾個法庭裡，檢辯雙方均非單純地以言詞陳述，而係輔以多媒體設備進行攻防，由陪審員關注程度的不同觀之，可知，使用多媒體設備進行攻防，其成效確實不同。

(二)、流於戲劇化的表演模式

      相較於檢察官表現的沈穩，部分律師較易於運用戲劇化之表演模式進行陳述，且陳述內容較流於煽情。當天有一位律師，於陳述意見時在法庭內慷慨激昂地滿場迅速移動，所有人連要聚焦在他身上都不容易，更不要說聽清楚其陳述內容為何了，所有旁聽的同學都一致地認為：「光要盯住這個律師，眼睛就花了」。但法官似乎也見怪不怪，完全沒有要阻止的意思。可見，如此戲劇化之陳述模式，是法官習慣且接受的。

(三)、檢察官孤軍奮戰

      某個案件，被告辯護律師共4人，但檢察官只有一人孤軍奮戰，該案承審法官下庭後與旁聽學生座談，我即提問，在一切注重形式及程序平等的美國，如此之形式是否公平？他回答說，人多並一定佔優勢，如果人多意見不一或表現出現矛盾，反而較不易說服陪審團。

四、法官──資深閱豐

當天看到的幾個法官，年紀應該都已超過50歲，幾乎都是滿頭花髮了，每位均是閱歷豐富的資深法官。以我國的觀點來看，誰也不會相信他(她)們是最基層的地區法院法官。這些法官們不僅要面對枯燥乏味的法庭活動，且要專注於所有程序的進行，因為隨時會有檢辯雙方對程序事項進行異議需要法官的裁定，如果法官稍不留神，恐怕就得很糗地自承”Sorry! I lost your question. ”了。  

美國聯邦檢察官制度及若干統計數據之介紹

                                黃謀信

壹、前言

    美國因為聯邦法律與各州法律雙軌並行，再加上國內若干人在翻譯時，對「檢察官」一詞援引我國檢察官制度，造成國人對美國檢察官定性上一些觀念上的混淆。事實上，因美國採行聯邦法律與各州法律雙軌並行制，所以將檢察官區分為處理聯邦案件的「聯邦檢察官」(United States Attorney，簡稱US Attorney)與處理州案件之「地方檢察官」兩大系統。「地方檢察官」因任用之地方層級不同再區分為「州檢察官」及「市、郡檢察官」兩種，其中「州檢察官」通常是由各本州公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為4年或2年，稱之為「州檢察長」(State Attorney General)或「州首席檢察官」(Chief State Attorney)，而「市、郡檢察官」(有些稱為State Attorney，有些稱之為District Attorney，簡稱DA)之產生則可能有三種方式，一是選舉產生；二是由市、郡長或市、郡議會任命，性質是政府官員；三是由市、郡議會或市、郡行政長官聘任，性質是政府雇員。由上可知，在美國可稱為狹義之「檢察官」者(政府律師應歸類為廣義之檢察官，非此處所指之檢察官 )，除聯邦系統的93個「聯邦檢察官」(詳如後述)外，在地方檢察官系統有每州各1個的「州檢察長」及州內各市、郡通常產生的1個檢察官。但無論聯邦或地方系統之檢察官不可能獨自執行職務，因此各檢察官辦公室乃依所需僱用助理檢察官襄助執行職務，在聯邦系統稱之為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簡稱為AUSA，在地方系統稱之為Assistant District Attorney，簡稱ADA，均統稱為「助理檢察官」，故助理檢察官因僱用之系統不同，又可分為「聯邦助理檢察官」及「地方助理檢察官」。因為實際上，均是由助理檢察官執行檢察官職務，故國內在翻譯時，乃援引我國檢察官制度，將美國助理檢察官翻譯成檢察官，將檢察官翻譯成檢察長，將州檢察長翻譯成州檢察總長。其實，大部分國人所認知上之檢察官，僅是助理檢察官AUSA或ADA。因為美國各州對地方檢察官之產生規定不一且極為龐雜 ，事實上無法一一介紹，僅能總括介紹如上，而聯邦檢察官系統則較單純，乃簡介如下。

貳、美國聯邦檢察官(United States Attorney)

  一、聯邦檢察官之概念

目前(2004會計年度)全美分為94個聯邦訴訟轄區，每一個聯邦訴訟轄區由1個聯邦檢察官(United States Attorney，簡稱US Attorney)掌管，但關島(Guam)與北馬里亞納群島(Northern Mariana Islands)兩個聯邦訴訟轄區僅由一個聯邦檢察官掌管，故目前全美共有93個聯邦檢察官，設有93個檢察官辦公室(US Attorneys’ Office)，每一個聯邦檢察官為其所在之訴訟轄區內之聯邦最高執法機關首長。所有聯邦檢察官均受司法部部長(即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註
) 之命執行國家政策。所以，事實上，全美僅有93個聯邦檢察官，各聯邦檢察官在其訴訟轄區內僱用助理檢察官(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簡稱為AUSA)，並由助理檢察官執行各項職務，因此，有人援引我國檢察體系之職稱，將AUSA翻譯成「檢察官」，而將US Attorney翻譯成「檢察長」。不過，如此翻譯似乎反而易造成對美國檢察官體系之誤解。   

二、聯邦訴訟轄區

(一)、美國聯邦訴訟轄區之劃分依各州之大小及案件量多寡，有些州本身即為1個訴訟轄區，如麻州、緬因州，有些州內則劃分為數個訴訟轄區，例如紐約州及加州內各劃分為4個訴訟轄區，每個訴訟轄區內均設有檢察官辦公室(US Attorneys’ Office )。

(二)、美國聯邦訴訟轄區之劃分如附件1。

  三、任用方式及任期

聯邦檢察官係由美國總統提名，經國會同意後派任，每任任期為4年。

  四、任務

    聯邦檢察官之職務有下列兩種：
(一)、聯邦刑事案件之追訴。

(二)、美國政府為當事人之一造的民事訴訟事件。

      故聯邦檢察官之職務內容涵蓋刑事、民事等範疇。

五、人力

2004會計年度僱用之助理檢察官(AUSA)平均最少的是關島的11.64人，最多的是位於華盛頓的哥倫比亞特區(District of Columbia)的357.48人。全美各聯邦檢察檢察官辦公室共有5,412個全職助理檢察官(full time equivalent attorney)。大部分新僱用之助理檢察官有在檢察官辦公室、律師事務所及政府部門服務過之訴訟經驗，目前助理檢察官平均在檢察官辦公室服務的工作年資為11年。助理檢察官人力分配於刑事案件與民事事件之比例為 78%與22%。   

參、若干美國聯邦案件統計數據(註
)(註
)
一、檢察機關新收案件與未予起訴案件

(一)、2004會計年度新收案件共126,59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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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其中未予起訴案件，其理由如證據不充分、無犯罪故意等共31,52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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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訴案件類型

     其中非法移民及毒品案件分別占所有起訴案件之29.6％及26.4％，為最大宗之兩種起訴犯罪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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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案件終結情形

(一)、2004會計年度法院共終結56,473件案件、76465人[image: image4.png]Number of Ter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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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中經過審判程序(trial)者僅3,934人，換言之，僅約5％之被告有經過法院審判程序處理。其中有66,110人在審理前或審理中認罪，其認罪率高達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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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罪率

76,465人中之69,326人係因認罪或被判有罪，定罪率約為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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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判處入監刑率

 有罪之69,326人中，獲判應入監刑者(sentence to prison)有57,503人，約占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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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刑期

判處有期徒刑3年至5年者占20.8％，判處有期徒刑5年以上者，占29.7％，而判處無期徒刑者占0.4％，換言之，判處有期徒刑3年以上之重刑者，約占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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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由上述統計數據顯示一些觀念值得深思：

１、約有4 分之1的案件檢察官未予起訴。

２、起訴案件中，合計超過半數為非法移民及毒品案件。

３、起訴案件中，經過通常審判程序(trial)之被告僅占全數被告之5％。換言之，高達95％的被告係透過認罪協商機制處理。

４、全體案件(包括透過認罪協商機制與審判程序處理)之定罪率約為91％。

５、有罪之被告，獲判應入監刑者(sentence to prison)約占83％，且逐年不斷提高中。  

６、有罪之被告中，判處有期徒刑3年至5年者占20.8％，判處有期徒刑5年以上者，占29.7％，而判處無期徒刑者占0.4％，換言之，判處有期徒刑3年以上之重刑者，約占51％，可見美國聯邦案件判處重刑之比例甚高。
附件1

美國聯邦訴訟轄區劃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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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戲劇張力的美國獨立檢察官制度發展史
(本文刊載於全國律師月刊,2006年10月)

                                                黃謀信(註
)

壹、前言    

據報載，在野黨立委已於近日提出「獨立檢察官設置條例草案」， 擬引進美國的獨立檢察官制度。近年來，每當國內發生重大的政治敏感性案件時，美國的獨立檢察官制度都會不斷地被提及，且要求師法這個制度的聲浪亦不曾停歇。事實上，整個美國獨立檢察官制度的發展史是極富戲劇張力的。 

貳、獨立檢察官制度設置之背景及始末
一、導火線──「水門案」的 「星期六夜晚大屠殺事件」
1973年10月間，美國華盛頓巡迴上訴法院應調查「水門案」(Watergate)之特別檢察官考克斯(Archibald Cox)(註
)之要求，命令尼克森總統提交有關水門案的錄音帶。1973年10月20日星期六下午，尼克森總統因水門案之調查方向已指向白宮，乃命令司法部長(即檢察總長)Elliot Richardson即刻解除考克斯之職務，但遭Elliot Richardson拒絕，Elliot Richardson隨即辭職。尼克森總統乃對副部長William Ruckelshaus下達相同命令，但William Ruckelshaus亦拒絕接受而遭解職。最後，由第二副部長Robert Bork執行該項命令而解除特別檢察官考克斯之職務，有人因此稱之為「星期六夜晚大屠殺事件」(Saturday Night Massacre)。(註
)(註
)

二、特別檢察官制度之立法過程爭議不斷 

水門醜聞案的「星期六夜晚大屠殺事件」發生後，讓美國人民體會到統治者如何地藐視法律的存在，亦對政治敏感性案件的追訴輕易地遭到總統侵蝕而感到憤怒，國會為了儘早使特別檢察官有專法得以指派新的特別檢察官接辦此案，並確保不會再出現另一次的大屠殺事件，前後共有35個草案送進國會審議，但因為特別檢察官於立法過程中，面臨合憲性的爭議甚大，諸如：任命及解職規定是否違反分權理論等等，致遲遲無法完成立法。嗣於1973年10月19日Leon Jaworski被派任為特別檢察官接辦此案，因為已無立法之急迫性而減輕立法壓力致爭議暫歇。
三、立法爭議再起
          隨著1974年8月尼克森總統的辭職，1975年參議員Sam Ervin的水門案委員會提案(即S.495議案)建置一個「常設性的特別檢察官」(Permanent Special Prosecutor) ，惟此提案之反對聲浪甚巨，包括美國律師協會(ABA)及原查辦水門案之特別檢察官考克斯都持反對立場，考克斯主張應設置「非常設性的特別檢察官」(Temporary Special Prosecutor)，由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任命特別檢察官，美國律師協會則主張原則上應由司法部長任命。因此案之爭議仍無法形成共識，最終仍無法完成立法。  

四、「政府行為準則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之訂定
1977年2月，民主黨掌控國會多數席次，福特政府乃由參議員Ribicoff提案(即S.555議案)將特別檢察官定位為「非常設性的特別檢察官」，隨後經過一整年的討論，國會終於在1978年10月12日於一套改革方案彙集的「政府行為準則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之中，採行前開S.555提案，賦予了「特別檢察官」(special prosecutor)正式的法源。此法規定特別檢察官由司法部長提出聲請，並由3名法官(three-judge panel)組成之特別法庭(Special Division)任命之，正式將特別檢察官移出行政機關，定位為於非常設性的職務，並且規定每5年修正與展期(註
 )。在考克斯被解職的5年後，美國的特別檢察官法終於誕生了。
 五、「特別檢察官」更名為「獨立檢察官」(independent counsel)

          此法施行後，幾經修正，其中於1983年將原稱為「特別檢察官」一詞更名為「獨立檢察官」(independent counsel)。嗣於1992年因本法未被展期而失效，但1994年國會為調查克林頓總統涉及的「白水案」(Whitewater)又重新展期。
六、「獨立檢察官」的落日失效
本法一直到特別檢察官史塔(Kenneth Starr) 極富爭議性的調查克林頓總統的性醜聞案後，引起美國國民高度懷疑獨立檢察官之功能(註
)，國會於1999年6月30 日未再將此法之效期展延，此法因此自動地落日失效了。(註
)(註
)

七、回歸回點──「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規則」(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 Regulations)之訂定
             美國司法部於1999年為因應「獨立檢察官法」之落日失效，特訂定「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規則」(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 Regulations)(註
)，透過司法部內部的行政規則由司法部長指定「特別檢察官」偵辦總統及高層官員之犯罪。此特別檢察官係由司法部長任命，並可解除其職務。獨立檢察官之發展，最後又回歸到水門案發生時的原點，由司法部長任命特別檢察官偵辦犯罪，使整個獨立檢察官制度之發展充滿戲劇張力。
八、小結──特別檢察官及獨立檢察官任命之法源依據
在「政府行為準則法」訂定之前，美國司法部長係依據美國聯邦法典(U.S.C.)第28章第509條、第510條、第515條等司法部長之概括權限規定任命特別檢察官的(註
)。例如其中第515a規定：司法部長或任何經司法部長依法特別指派之司法部官員或檢察官(attorney)，得在司法部長指定之特定範圍內進行任何法律及民刑事訴訟行為(註
)。嗣「政府行為準則法」完成立法後，即依據該法之規定任命特別檢察官(後來更名為獨立檢察官)，但前開司法部長的概括權限自始至終都是存在的，這就是為何在國會未再繼續將有關獨立檢察官規定之效期展延致該法自動地落日失效後，司法部長仍可再任命特別檢察官的原因了(註
)。只是獨立檢察官之發展，最後又回歸到水門案發生時的原點，繞了一大圈又回到由司法部長依行政固有權限任命特別檢察官。
參、獨立檢察官之運作模式(註
)

一、聲請指派獨立檢察官之程序
當司法部長接獲情資告發特定之官員有違反聯邦法律之犯罪行為時，應於收到告發情資之30日內，評估此情資是否具體(specificity)及可信(credibility)，若司法部長認為此情資不足以做進一步調查之必要，即可終結此案。但如果認為此情資有足以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應即進行「初步調查」(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程序，此「初步調查」程序，應於90日內完成，除非獲得「特別法庭」(Special Division)(詳如後述)60日的展延。「初步調查」程序結束後，司法部長應將調查結果通知特別法庭，若調查結果認為無進一步調查之必要，即可終結此案。但如果司法部長認為有合理之理由存在(reasonable ground exist)認為有進一步調查之必要，則應向特別法庭聲請指派獨立檢察官。由此可知，司法部長對是否聲請指派獨立檢察官乙節，具有裁量權。
二、「特別法庭」(Special Division)之組成
         「特別法庭」設置於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聯邦上訴法院內，由3位聯邦上訴法院法官組成，該3位聯邦上訴法院法官之組成係由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優先在資深上訴法院法官或退休的大法官中指派。特別法庭之任務乃在指派獨立檢察官及決定其偵查權限之範圍。至於獨立檢察官之偵查權限範圍，隨著案件的發展，若有擴大之必要時，獨立檢察官可提出事證予司法部長，由其於 30日內做初步調查後決定是否向特別法庭提出擴大偵查權限範圍之聲請。對於司法部長不提出聲請之決定，不得進行司法審查。
三、「獨立檢察官辦公室」之成立
獨立檢察官一旦指派後，司法部即應停止此案相關之偵查作為。獨立檢察官如認為必要，得僱用調查員、律師及顧問組成「獨立檢察官辦公室」，且亦得請求司法部之協助。司法部必須應其要求，提供其所需之任何紀錄、檔案及其他在其偵查權限範圍內相關之資料，獨立檢察官並可利用司法部所有相關之資源及人力。
四、經費支出
獨立檢察官辦公室之建置及運作等經費支出，由司法部支應。事實上，就經費之支出，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幾乎是不受節制的，法律規定僅要求獨立檢察官之經費支出必需是合理及合法的(reasonable and lawful expenditures)。另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必需每半年向主計部門提出經費支出報告。
五、偵查技巧的運用
獨立檢察官得運用一切司法部檢察官所得運用的偵查技巧，例如：大陪審團的運用(grand jury)、豁免權的同意(immunity grants)、請求傳喚(subpoena request)及起訴(indictment)等。
六、報告之義務
獨立檢察官除非認為是偵查秘密之部分外，必需就調查進度及經費支出向國會提出年報，且必需向特別法庭提交最終偵查結果報告。又如果調查結果有具體且可信理由認為官員應受彈劾處分者，亦應通知眾議院。
七、獨立檢察官之解職
司法部長若認為有正當理由(good clause)、身體或心理上之殘疾，或其他已本質上影響執行特別檢察官職務之情事時，得解除其獨立檢察官之職務。若發生司法部長解除獨立檢察官職務之情事時，司法部長必需提交報告予特別法庭及特定國會委員會，詳載其解職之理由。前開解除獨立檢察官職務之決定，獨立檢察官得向聯邦哥倫比亞特區地方法院請求司法審查。
肆、「特別檢察官」之運作模式

如前所述，美國司法部於1999年7月1日為因應「獨立檢察官法」之落日失效，依據美國司法部長之相關概括權規定，諸如美國聯邦法典第5章第301條（5U.S.C.301）、第28章第509條、第510條、第515-519條（28U.S.C.509,510,515-519）等規定，訂定了 「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規則」(註
)，透過司法部內部的行政規則由司法部長指定「特別檢察官」偵辦總統及高層官員之犯罪。此特別檢察官係由司法部長任命，並可由其解除職務。歸納此「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規則」之重點有：

          一、當司法部長認為由聯邦檢察官或司法部進行調查或追訴有利益衝突時(conflict of interest)或在特殊情況下指派特別檢察官較符合公眾利益時，得指派特別檢察官(special counsel)。(600.1)  

       二、特別檢察官應自非美國聯邦官員(outside the Unite States Government)中選任。(600.3a)

三、特別檢察官之偵查權限範圍由司法部長指定，若有超出原來偵查權限範圍之必要者，應向司法部長協商，由其決定是否擴展。(600.4)

四、特別檢察官得請求運用司法部之人力，如果必要，亦得請求額外僱用或調用司法部外之人力。(600.5)

五、特別檢察官得在指定之偵查權限範圍內，運用所有聯邦檢察官的調查及偵查權限。(600.6)

六、特別檢察官除非有特殊情事，並經司法部長之同意外，應遵守所有司法部相關之行政規定及政策(600.7a)。

七、司法部長得要求特別檢察官對特定之偵查作為進行解釋，如認其偵查作為極不適當時，特別檢察官應停止該項偵查作為，司法部長並應通知國會。(600.7b)

八、如果司法部長認為特別檢察官有失職、利益衝突或其行為有違反司法部政策等其他正當事由者，得解除特別檢察官之職務。(600.7c)

九、司法部應提供所有特別檢察官所需之資源，並應編列所有特別檢察官運作所需之預算。(600.8a1)

十、每年會計年度前90天，特別檢察官應向司法部長提出調查進度報告及預算需求，司法部長可藉此決定是否繼續該案件之偵辦。(600.8a2)

十一、遇到特別重大情事，特別檢察官應向司法部長提出緊急報告。(600.8b)

十二、案件結束後，特別檢察官應向司法部長提出偵結報告。(600.8c)

十三、司法部長於選任特別檢察官、解除特別檢察官職務及特別檢察官結束工作時，應向國會司法委員會提出報告。(600.9)

伍、結語
如上所述，獨立檢察官之發展，繞了一大圈，最後又回歸到水門案發生時的原點，由司法部長依其行政固有權限任命特別檢察官，美國司法部並因此訂定了 「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規則」以茲因應。依此規則之規定，司法部長原應自非美國聯邦官員中選任特別檢察官。但最近一次的任命的特別檢察官，司法部代理部長James B. Comey任命聯邦檢察官Patrick J. Fitzgerald為調查「洩密案」的特別檢察官(註
)，卻未依該行政規則，反而依前述之美國聯邦法典第28章第509條、第510條、第515條等司法部長(代理)之概括權限規定，直接任命聯邦檢察官Patrick J. Fitzgerald為調查「洩密案」的特別檢察官(註
)。有人質疑本案怎可任用聯邦檢察官擔任特別檢察官，此與前開規則第600.3a條不符，司法部長(代理)還特別強調本件任命並非依據「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規則」任命，而係依司法部長(代理)之固有權限任命，以釋眾疑。("Further, my conferral on you of the title of Special Counsel' in this matter should not be misunderstood to suggest that your position and authorities are defined and limited by 28 CFR Part 600.")(註
)。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應係前開行政規則之限制過大(例如第600.3a條規定應自非美國聯邦官員中選任特別檢察官 )，對司法部反而綁手綁腳，故司法部長捨去不用，而本其行政權限任用了調查情報局洩密案的特別檢察官。
「獨立檢察官」與「特別檢察官」不可混為一談

(本文刊載於法務通訊第2274期)

                                      黃謀信(註
)

近來因發生檢察總長請辭事件、法院組織法修正案及在野黨立委提出「獨立檢察官設置條例草案」擬引進美國的獨立檢察官制度等議題，美國的「獨立檢察官」與「特別檢察官」制度再次引起國內廣泛地討論。很多人誤認為美國的「獨立檢察官」與「特別檢察官」兩種制度是相同的，僅是翻譯名稱上的差異及前後更名而已。事實上，美國此兩種制度無論是發展歷程、法源依據或組織架構都是迥然不同的，此不可不察。

一、發展歷程

1973年10月間，負責調查「水門案」的特別檢察官考克斯(Cox)要求美國華盛頓巡迴上訴法院命令尼克森總統提交有關「水門案」的錄音帶，導致發生了著名的「星期六夜晚大屠殺事件」(註
)。該事件發生後，國會為了儘早使特別檢察官有專法得以指派新的特別檢察官接辦「水門案」，並確保不會再發生另一次的「大屠殺事件」，有許多「特別檢察官法」草案送進國會審議，惟因立法過程中相關之違憲爭議過大，直到1978年10月12日國會於一套改革方案彙集的「政府行為準則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中，終於賦予了「特別檢察官」正式的專法法源。該法幾經修正及展期，其中於1983年為與原由司法部長依其固有權限任命之特別檢察官有所區分，乃將該法原稱為「特別檢察官」一詞更名為「獨立檢察官」(independent counsel)以示區隔。直到1999年6月30 日該法落日失效後，美國司法部另訂定了「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規則」(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 Regulations)，透過司法部內部的行政規則由司法部長指定「特別檢察官」(Special Counsel)偵辦高層官員犯罪。但因前開行政規則對司法部長之限制過大(註
)，所以美國司法部代部長James B. Comey於2003年任命調查「美國情報局洩密案」的特別檢察官時，並未依該行政規則，反而依美國聯邦法典有關司法部長的概括權限規定，直接任命聯邦檢察官Patrick J. Fitzgerald為調查該案的特別檢察官。茲將整個「獨立檢察官」與「特別檢察官」兩種制度之發展史以下圖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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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源依據

由上述整個美國「獨立檢察官」與「特別檢察官」制度的發展歷程可知，美國最早是先有「特別檢察官」制度存在的，當時美國司法部長是依據美國聯邦法典賦予司法部長之概括權限規定，諸如美國聯邦法典(U.S.C.)第28章第509條、第510條、第515條等有關司法部長之概括權限規定任命特別檢察官的。例如其中第515a規定：司法部長或任何經司法部長依法特別指派之司法部官員或檢察官，得在司法部長指定之特定範圍內進行任何法律及民刑事訴訟行為。所以，在1978年以前並未有法律層次之「特別檢察官」專法存在。嗣後「政府行為準則法」賦予了「特別檢察官」(隨後更名為獨立檢察官)正式的專法法源，由於前開美國聯邦法典有關司法部長的概括權限始終都是存在的，故在此期間內，依專法任命之「獨立檢察官」制度與前開命令任命的「特別檢察官」兩種制度在制度上是並存的。直到「獨立檢察官法」未再展期失效後，則僅存依司法部長命令任命的「特別檢察官」制度存在了。所以，嗣後無論是「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規則」之訂定或是偵辦「美國情報局洩密案」特別檢察官之任命，都是依據前開美國聯邦法典有關司法部長概括權限之規定。
三、組織架構

如上所述，除了在1978-1983年間，制度上並存著兩種不同法源的行政任命與專法任命的「特別檢察官」，其名稱均稱為「特別檢察官」，較易使人產生混淆外，否則，「特別檢察官」係美國司法部長係依據其固有權限行政任命的，無論其任用(註
)、解除職務(註
)或偵查權限範圍(註
)均是由司法部長決定的，受司法部長命令及司法部政策之節制(註
 )，並應向司法部長報告案件之偵辦進度(註
)，司法部長並有權要求特別檢察官停止某項偵查作為(註
)，此制度屬於司法部制度內之運作模式，惟「特別檢察官」並非司法部內之常設性單位，而係個案指定之非常設性單位。

「獨立檢察官」則是司法部長在符合一定之要件下，認為有進一步調查之必要時，由司法部長向由3名法官組成之「特別法庭」(Special Division)提出聲請指派獨立檢察官(註
)，由此可知，司法部長對是否聲請指派獨立檢察官乙節，雖有發動之裁量權，但其決定發動後，獨立檢察官之指派及偵查權限範圍之決定及擴展，則均是由「特別法庭」決定的(註
)。獨立檢察官一旦指派後，司法部即應停止此案相關之偵查作為(註
)。而獨立檢察官有向國會就調查進度及經費支出提出年報之義務(註
)，且必需向特別法庭提交最終偵查結果報告(註
)。但司法部長仍保有解除獨立檢察官職務的權限，如果司法部長認為有正當理由、身體或心理上之殘疾，或其他已本質上影響執行獨立檢察官職務之情事時，得解除獨立檢察官之職務(註
)。綜上可知，獨立檢察官制度屬於司法部制度外之非常設性運作模式，不受司法部長命令之節制(註
)，而係向國會及特別法庭提出相關之報告。
美國的辯論式制度：較可能實現正義

(America’s adversarial system: more likely to do justice)

                     Gerald Walpin

本文作者於下標題時，已直截地作了結論，他認為美國的辯論式制度比起大陸法系的糾問式制度較有可能實現正義，其於文章內支持其論點及對大陸法系制度之批判的基調其實很簡單淺顯，對大陸法系國家而言，或許不能苟同，但無論如何，這就是標準的美國人觀點與思維。  

本文原登載於哈佛法律及公共政策雜誌(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Winter 2003)，原文係 「美國的辯論式及陪審團制度：較可能實現正義

(America’s adversarial and jury systems: more likely to do justice)」 ，因作者Gerald Walpin原文對陪審團制度著墨不多且可供參考處較少，故我將其省略，僅就作者對美國的辯論式制度部分之論述進行整理供參。  

                                                     黃謀信

一、前言

究竟是倚重陪審團制度的英美辯論式制度，還是沒有陪審團制度設計的大陸法系國家較可能實現正義呢?本文將討論此問題。

二、辯論式制度(adversarial system)與糾問式制度(inquistorial system)

     為了要避免任何一個制度設計上的缺陷，惟一的方法是創造出一部能在不同的主張及訴訟當事人間，消化全部犯罪事實並發現真實的電腦，但此部電腦是不可能存在的。此即意謂著，任何的判斷均無可避免地要建立在事實發現者(fact-finder)的人性缺陷上，例如，對案件之證據及爭點的偏見，這些人的因素控制著判斷的結果，無關乎事實發現者是律師、當事人、陪審員或法官，亦與採行辯論式制度或糾問式制度無涉。沒有一個有訴訟經驗者會要求每一個律師或法官對所有案件在知能、熱忱、職場倫理上均表現一致，這些事實上對事情有差別待遇的人性，並不會因為某人成為糾問式法官而消失，這人性上的缺陷，是探討這個問題最重要的關鍵。

     在辯論式制度下的律師有義務表現其對案件的熱忱，以取得當事人的信賴。此意謂著其有責任為當事人去蒐集所有有利的證據與減輕或消除不利的證據，並為當事人提出最有利的法律解釋，這些都不是糾問式制度下法官的義務，即便該法官工作極為努力且完全無偏頗，但他(她)在沈重的案件負荷下，必需考慮到，在有限的時間、預算等限制下，如何取得對正義取捨的平衡點。但在辯論式制度下，法官在各個案件可以分配到的時間內調控訴訟之進行，各當事人僅能擇其重要之調查方法為之，雖然如此，因為當事人或律師清楚地知悉當事人之最佳利益所在，故能在有限之時間及資源下，對證據蒐集之取捨與呈現之方式，做出策略性的決定。

(一)、收買證人做偽證的質疑    

支持糾問式制度者常批評：在辯論式制度下，律師在面會(interview)證人準備證詞時，會發生收買證人做偽證的情況，而此種情事在糾問式制度下是不會發生的，因為在糾問式制度下，為了保持證人的清新與純淨，在法官訊問證人之前，律師是不允許面會證人的。但是，真有人會聰明地認為，律師不能接觸證人，其他的人也不會接觸證人及要求做偽證嗎？為何要在事實發現的程序中，對證人模糊的記憶戴上純淨的光環呢？相較之下，英美法的制度透過詰問證人記憶力之方式，較有可能避免這種不經意錯誤的證詞。的確，在準備證詞與收買證人做偽證間，存有灰色地帶，也確實有些律師參與做偽證。但沒有理由相信，比起糾問式國家，美國因此就會有較多錯誤的證詞存在。因為，偽證是基於人性而發生，在所有國家都會存在，與採取何種訴訟制度無關。

(二)、效率的質疑

   　 另一爭點是，採行糾問式制度的國家認為在證據有明顯差距的一面倒的案件時，在糾問式制度下能夠有效率地迅速做出判斷，而辯論式制度則會浪費時間進行攻防。但如此之批評，僅會發生在資淺的律師身上。有經驗的律師，因為已接觸到案件的事實及證人，會現實地對事實面及法律面進行評估，並告知當事人進行取捨，且在美國可透過請求進行簡易判決程序(a motion for summary judgment)有效率地進行訴訟，如此之機制，並非如糾問式制度依賴法官在未完全聽完所有證據之情況下，相信法官有能力就聽訟結果做出迅速反應，而是建立在當事人兩造於研究相關事證後，認已無爭點存在及事證待查而請求進行簡易判決程序。 

  (三)、富有者在法庭勝訴之機率比窮者高的質疑 

      美國制度另一個飽受批評的是，富有的當事人可以僱用較好的律師，貧窮的當事人僅能有能力較差的律師為其辯護。但是，高價的律師常有慈善的法律服務，且高價的律師並不代表是稱職的律師，有時反因為接案過多而無法善盡其責，況且這是舉世皆然的問題，否則，在大陸法系國家某些律師憑什麼收取較高律師的費用？其實，現實上無論哪種制度在某種程度下都是靠點運氣的，且富有者在法庭勝訴之機率確實比窮者高。但兩者不同的是，在糾問制度下把這個運氣取決於一個完全非當事人所能掌握的有知能、熱忱及無偏頗的法官身上，當事人不信任律師尚可另尋他人，但卻完全無法選擇法官。

  (四)、法官素質的質疑

糾問式制度國家認為職業法官應與律師截然劃分，以確保法官之高素質。但兩者截然劃分是確保法官素質的必要條件嗎？在美國有極多的擁有多年律師實務經驗的律師於成為法官後，對法官的好與壞有更充分的了解。另外，糾問式制度國家認為法官的升遷制度是可以控制法官的素質，此想法更是天真。因為，獲得升遷的法官，並不一定可以確保是最好素質的法官。

(五)、浪費訴訟成本的質疑      

糾問式制度國家常引以為傲的是該制度內有許多加速訴訟審結的設計，減輕訴訟成本。但如果訴訟成本是唯一考量，我們可以回復到中古世紀以戰鬥的審判模式解決爭端，如此將完全省去訴訟成本，但正義才是核心價值並非金錢。例如，在德國強調訴訟成本故對證人之證詞僅由法官記下證詞摘要而非逐字記錄，這存在兩個問題，第一，證人實際上陳述內容與法官歸納的結果通常會有差異，第二，證人所陳述的每一個確切的文字對證人的詰問都是極富價值的，律師所有運用的證詞是證人陳述的特殊用語而非法官的歸納結果。

(六)、鑑定人的質疑

在德國，法官在每一個專業領域內僅擇定一人為鑑定人，如此似乎過於簡化地認為在科學領域內僅存在一個事實，故認為一個鑑定人即足夠了。事實上，可能是相反的，很多專家會有不同的觀點，多聽專家的不同意見絕對有助於發現真實。

三、結語

非常有趣的，德國刑事訴訟架構引進了許多具有辯論式屬性的制度，例如，在1975年廢除偵查法官(investigatory judge)，由magistrate擔任類似美國法官在預審程序中的角色；檢察官能傳喚及面會嫌疑人、證人及專家證人。此似乎意謂著德國承認美國制度比起純粹的糾問式制度來得有價值。事實上，德國之刑事訴訟法有關證人交互詰問之規定，就充分受到美國的影響。美國的辯論式制度允許當事人依特定之程序呈現證據，並產生激烈衝突，且讓他造有機會對證據提出質疑，使中立的法官或陪審團獲得充分資訊，以社會及兩造均能接受的方法解決紛爭，如此之架構顯然較糾問式的訴訟架構易於正義之實現。                                                                                　    

美國以外國家的陪審團制度之簡介

經向韓國及日本同學確認結果，引進陪審團制度已是韓國及日本未來司法改革的既定方向，目前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此司改風潮是否會吹向鄰近且文化及社會背景均極為相近的我國，尚不可知。此篇文章由Neil Vidmar教授所著之「檢視國外陪審團制度能對美國實務提供有助益的自省」(Review of jury systems abroad can provide helpful insights into American practices )乙文中整理所得，原登載於紐約州律師雜誌(New York State Bar Journal, June ,2001 )。作者是美國對陪審團制度極有研究的專家，陪審團制度相關之論述甚豐，本文蒐集諸多國家陪審團制度作比較法上之研究，值得作為我國未來是否引進陪審制度之政策決定時之參考。 

                                           黃謀信(11.29.2005.N6)

陪審團是英國發明的制度，除了美國及大英帝國所統治的國家外，並擴及許多繼受英國法律制度的國家，你知道嗎？

──目前(2001年)世界上在非洲、亞洲及南美洲等至少仍有52個國家存有陪審團制度。

──加拿大及英格蘭的陪審員若洩漏陪審團之評議(deliberation)結果，可處罰金及6月以上有期徒刑。

──大多數國家不允許刑事被告在審判程序中做開頭陳述(opening statement)。

──英格蘭及威爾斯之陪審團制度並無陪審員法定迴避(或無因迴避，peremptory challenge)及任意迴避(或有因迴避，challenge for cause)之規定。

──巴西陪審員的裁決(verdict)是以投票而非經過評議程序產生的。

──英格蘭及威爾斯之刑事陪審團只要12個陪審員中之10個以上陪審員多數決，即可下裁決。

──目前僅有美國及加拿大的兩個省，仍存有民事陪審團制度。

──西班牙及俄羅斯之犯罪被害人或家屬得委任律師聲請將法官審理中之案件提交陪審團評議(submission to the jury)。 

──在大部分國家，媒體若刊登會引發陪審員預斷的報導(information that might prejudice the jurors)，可處以藐視法庭罪(contempt of court)。

英國陪審團制度在世界的擴展  

在英國剛開始擴展其大英帝國版圖時，北美諸州的英國殖民者即堅持應擁有陪審團審判的權利。獅子山(Sierra Leone)，這個奴隸解放後所建立的國家，是英國在非洲最早的殖民地，於1799年即採行陪審團制度。在非洲的英國殖民地黃金海岸(Gold Coast)、拉哥斯(Logos)、奈及利亞(Nigeria)、肯亞(Kenya)、南羅德西亞(Southern Rhodesia)、桑吉巴(Zanzibar)、好望角(the Cape)等處均有陪審團制度，雖然有些地方僅允許英國殖民者才適用。印度於1949年獨立後仍在高等法院保有陪審團制度，在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斯里蘭卡、汶萊等國家亦曾有陪審團制度。在加勒比海及南美洲的英國屬地，均曾施行過陪審團制度。英國陪審團制度的概念亦影響法國的哲學家，故法國模式的陪審團制度透過拿破崙法典引入法國所統治的部分歐洲國家因而採行陪審團制度。   

英國陪審團制度有減少的趨勢嗎?

許多英國的學者認為陪審團制度在世界各地有減少的趨勢，因為此種法律制度未被明文地制定於各國憲法中，是極容易為立法機關更易的。英國之刑事陪審團制度自1967年廢除一致裁決之要求(unanimity requirement)後，開始產生變革。陪審員會被告知設法達成一致裁決，但如果經過數小時後仍無法達成，法官就會指示陪審團只要10個以上的多數決即可。另外，擔任陪審員之條件亦自1974年起大幅放寬，如此卻引來陪審員缺乏智能及對檢察官之起訴存有偏見的批判。在英國將犯罪分為不經陪審團而由治安法官(magistrate’s court)審理的簡易判決案件(summary offense)、經陪審團審理的起訴案件及賦予檢察官裁量擇一程序審理之案件等三類 ，但近數十年來，立法機關已將許多的起訴案件修改為檢察官裁量案件或簡易判決案件，如此已自動地降低陪審團適用之機會。

英國陪審團制度與言論自由
    英國強調公平的審判勝於言論的自由，禁止媒體於案件審理前或審理中，刊登引發陪審員預斷的報導(prejudicial material)，甚至亦不得於審理後進行足以干擾未來訴訟程序進行之報導，否則將以犯罪追訴。美國則不同，以辛普森案為例，美國媒體24小時報導預審聽證的內容及對審理程序中的每一句對話進行報導與評論。因為英國禁止陪審員洩漏評議內容，故法院不擔心會有陪審員企圖販賣案件內情以獲暴利的情形發生。  

陪審團之人數及裁決規則

馬拉威由12人組成陪審團，但只要8人以上之多數決即可達成裁決。迦納由7人組成陪審團，但只要5人以上之多數決即可。斯里蘭可則於重罪時由7人組成陪審團，5人以上之多數決即可達成裁決。比較獨特的是巴西，該國陪審員的決定是透過袐密投票而不經過評議程序的，只要7人中有4人以上之多數決即可判決有罪。丹麥由12人組成陪審團坐於3位法官旁進行聽審，由陪審團獨自判斷是否成罪，但無庸附任何理由，只要8人以上之多數決即可達成裁決。若裁決結果是有罪，則由陪審團與3位法官共同進行刑責之判斷，每一個陪審員有1票，每一個法官則有4票。奧地利則由8人組成陪審團坐於3位法官旁進行聽審，由陪審團獨自判斷是否成罪，若裁決結果是有罪，則由陪審團與3位法官共同進行刑責之判斷。 

揚棄陪審團制度的理由 

北羅德西亞(Northern Rhodesia)認為陪審團制度是殖民統治者之遺跡而廢除之。南非則是因為原來之陪審團完全由白人組成而引發種族歧視問題，有人主張恢復陪審團制度引來極大的反彈。在許多陪審團制度與該國原來法律制度並存的被殖民國家，則在英國結束統治後，由該國原來法律制度則取代英國之陪審團制度。葡萄牙則是因為獨裁統治的原因而揚棄陪審團制度。在歐洲許多國家因為採行糾問式制度(inquisitorial system)不符合陪審團制度存在之條件，而未採行陪審團制度。在這些國家，專業法官負責調查犯罪，法官不願由一些業餘的陪審員否決其判斷，故他們認為陪審團是浪費時間與金錢的制度。 

  　  

�此年度通訊監察報告引自美國「聯邦法院行政局」網站：http://www.uscourts.gov/wiretap05/contents.html


� 詳見黃謀信著之「簡析美國核發通訊監察書遠低於我國之原因」，法務通訊第2284期(95.4.13)。


� 事實上，依照美國「聯邦法院行政局」所提出之「2005年度通訊監察報告」顯示，目前全美僅有44州有監聽之法律規定。換言之，在州案件之偵辦，並非全美各州均可進行監聽察。而且，依據1997年至2005年之通訊監察報告可知，全美整年度至少核發1件監聽票之總州數僅分別為：23、25、27、25、24、19、23、19、22州。由此可知，縱使在有監聽制度之各州，全美有約二分之一的州在近9年內未核發過1件監聽票。換言之，在全美有過半數的州政府並未使用監聽，故已實質上無監聽制度存在。此由2005年度，全美各州核發監聽票之80％係集中於紐約州、加州、紐澤西州及佛羅里達州等4州，此亦可得知，美國大多數的州，在州案件之偵辦上，是沒有或極少使用監聽的。詳見黃謀信著之「美國聯邦通訊監察之內控機制」，「檢察新論」第1期(96.1.10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出版)。


� 事實上，根據美國聯邦法院行政局所公布之1994年至2005年之通訊監察報告數據顯示，近12年來，美國聯邦與州法官就監聽票之總新聲請案16,195件中，僅於1996年駁回1件、1998年駁回2件、2002年駁回1件、2005年駁回1件，前後12年總共僅駁回5件聲請案。換言之，美國法官核發監聽票之核准率是趨近於百分之百的。由此可知，美國核發監聽票數量之所以極低，並非在於法官嚴格把守核發程序等外控機制的有效運作，而係檢察官聲請監聽票之數量本來就極低，所以外界引用美國之數據即批評檢察官浮濫核發監聽票，對檢察官不盡公允。詳見黃謀信著之前揭「美國聯邦通訊監察之內控機制」。


� 此條文搜尋自http://www.opsi.gov.uk/Acts/acts2000/00023--b.htm#5


� 參見18 USC 2516，詳細條文見黃謀信著之「美國司法警察機關可否逕向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法務通訊第2283期(95.4.6)。


� 有關日本「犯罪搜查有關之通訊監聽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參考自施心曼所著之「經濟型組織犯罪之追訴與抗制」，中原大學財經法學系碩士論文，民國91年出版。


�參考自Julie P.Wuslich所著之「An Overview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Law ,Policy ,And Procedure」乙文。


�搜尋自美國司法部網站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1/title1.htm


�參考自「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Its Role in the Area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乙文，Prepared by the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Unit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登載於「United States Attorney's Bulletin September 1997」。


�「確認書」(affidavit)所載之內容應包括：犯嫌之身份、實施通訊監察之類型及地點、所犯罪名、合理懷疑之事實、通訊監察之必要性、所需通訊監察之時間、最小化原則(minimization)等，參考自前揭Julie P.Wuslich所著「An Overview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Law ,Policy ,And Procedure」乙文。  


�見前揭「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Its Role in the Area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乙文。 


�參考整理自「Interview with Director Frederick D.Hess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乙文及前揭之「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Its Role in the Area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乙文，均登載於「United States Attorney's Bulletin September 1997」，至於「電子監控小組」詳細之審核流程，見前揭黃謀信著之「美國司法警察機關可否逕向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


� 此數據參照自「2005 wiretap report」之附件Table 5。


� 參考前揭之「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Its Role in the Area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乙文。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本案表示對口頭對話的通訊監察應受到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之保障。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本案表示在公共電話亭內之通話應有「合理之隱私期待」(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應受到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之保障。


�參考自Daniel R. Dinger所著之「AN EXAMINATION OF THE FEDERAL WIRETAP STATUTE AND THE DOCTRINE OF VICARIOUS CONSENT IN THE CONTEXT OF A CRIMINAL PROSECUTION」乙文(Seattle University Law Review Summer, 2005)。


�參考自Julie P.Wuslich所著之「AN OVERVIEW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LAW,POLICY,AND PROCEDURE」乙文。


�搜尋自美國司法部網站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1/title1.htm


�此亦可見「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Its Role in the Area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乙文，登載於「United States Attorney's Bulletin September 1997」。


�「確認書」(affidavit)所載之內容應包括：犯嫌之身份、實施通訊監察之類型及地點、所犯罪名、合理懷疑之事實、通訊監察之必要性、所需通訊監察之時間、最小化原則(minimization)等，參考自Julie P.Wuslich所著前開「AN OVERVIEW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LAW,POLICY,AND PROCEDURE」乙文。  


�見前開「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Its Role in the Area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乙文。 


�此文件之格式可參考Julie P.Wuslich所著之「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A CASE STUDY」乙文之附件A、B及C。 


�參考整理自「Interview with Director Frederick D.Hess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乙文，登載於「United States Attorney's Bulletin September 1997」及前揭「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Its Role in the Area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乙文。


�參見Monica Bachner所著之「So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a Wiretap:Practice Tips If You Never Have」乙文，登載於「United States Attorney's Bulletin September 1997」。


�美國於1934年制訂「聯邦通訊法」(Federal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用以規範通訊監察事務，直至1968年，因聯邦最高法院之Berger v. New York及Katz v. United States兩個案件，乃在「犯罪防制及街坊安全法」(The omnibus Crime Control and Safe Street Act)之第3篇（Title III）的第2510條至第2520條中規範通訊監察事務，一般稱之為「聯邦通訊監察法」(Federal Wiretap Act)，此法規定之通訊監察客體僅限於對「有線通訊」(wire)及「口頭對話」(oral)進行通訊監察，並未包括新興之通訊類型，例如電子郵件、傳真等，因為前開法案對新興的「電子通訊」(electronic communication)可否進行通訊監察引發極大之爭論，直到1986年，美國國會始將「電子通訊」亦納入得通訊監察之範圍，並將第119章更名為「有線通訊、電子通訊及口頭對話之截取」章(Wire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Interception And Interception of Oral Communications)，一般稱之為「電子通訊隱私法」（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簡稱為ECPA），修正後之得進行通訊監察之客體包括「有線通訊」、「口頭對話」及「電子通訊」等3種類型，以上參考自Daniel R. Dinger所著之「Should Parents Be Allowed to Record a Child's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When They Believe the Child Is in Danger: An Examination of the Federal Wiretap Statute and the Doctrine of Vicarious Consent in the Context of a Criminal Prosecution」乙文(原載於Seattle University Law Review Summer, 2005)。


� 全美共分為94個聯邦訴訟轄區，每一個聯邦訴訟轄區由1個聯邦檢察官( United States Attorney，簡稱為US Attorney )掌管，但關島與北馬里亞納群島兩個聯邦訴訟轄區僅由1個聯邦檢察官掌管，故目前全美共設有93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共有93個聯邦檢察官，各聯邦檢察官在其訴訟轄區內僱用助理檢察官(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簡稱為AUSA)，並由助理檢察官執行各項職務，國內有人將此「聯邦檢察官」翻譯成「聯邦檢察長」，而將「聯邦助理檢察官」翻譯成「聯邦檢察官」。本文所指之聯邦檢察官，事實上係指「聯邦助理檢察官」(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AUSA)，惟因國人已習將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稱之為「聯邦檢察官」，故本文從之。


� 此「司法部特定高階長官」依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1)條之規定係指：聯邦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副檢察總長(Deputy Attorney General)助理檢察總長(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及任何經檢察總長在刑事司(Criminal Division)內特別指定之檢察總長助理(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代理檢察總長助理(acting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檢察總長副助理(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代理檢察總長副助理(acting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 參照司法部之檢察官操作手則(United States Attorneys' Manual)9-7.100有關電子監控節中之規定。


� 詳細之介紹請參考本人所撰之「簡介美國聯邦通訊監察之許可程序」乙文。


� 確認書所應載明之事項，參考自Julie P.Wuslich所著之「AN OVERVIEW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LAW,POLICY,AND PROCEDURE」乙文。


� 參見Monica Bachner所著之「So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a Wiretap:Practice Tips If You Never Have」乙文及「Wiretap:A DEA Agent's Perspective Interview with Special Agent Mark Styron」，登載於「United States Attorney's Bulletin September 1997」。


� 參考整理自「Interview with Director Frederick D.Hess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乙文及「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Its Role in the Area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乙文(Prepared By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Unit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均登載於「United States Attorney's Bulletin September 1997」


� 參見Monica Bachner所著之「So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a Wiretap:Practice Tips If You Never Have」乙文，登載於「United States Attorney's Bulletin September 1997」。


� 參見註8。


�「supervising」乙詞，參考自前揭Monica Bachner所著之「So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a Wiretap:Practice Tips If You Never Have」乙文。


�「training」乙詞，參考自Julie P.Wuslich所著之「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A CASE STUDY」乙文。 


�參考自前揭Julie P.Wuslich所著之「AN OVERVIEW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LAW,POLICY,AND PROCEDURE」乙文。


�參見Michael R Sklaire所著之「Don’t  Forget To……」乙文，登載於「United States Attorney's Bulletin September 1997」。 


�有關檢察官簽發之「最小化原則指示書」之格式及內容，請參考「Electronics Surveillance Manual Procedures and Case Law Forms」之FORM 5，Prepared By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Unit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


�參考自American Law Reports ALR Federal (The ALR databases are made current by the weekly addition of relevant new cases.)，James Lockhart著。


�參考自前揭Julie P.Wuslich所著之「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A CASE STUDY」乙文。  


�參考自American Law Reports ALR Federal (The ALR databases are made current by the weekly addition of relevant new cases.)，James Lockhart著。


�參考自前揭Julie P.Wuslich所著之「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A CASE STUDY」乙文。 


�此監督機制整理自American Law Reports ALR Federal (The ALR databases are made current by the weekly addition of relevant new cases.)，James Lockhart著。


�參考「Electronics Surveillance Manual Procedures and Case Law Forms」p.27，Prepared By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Unit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  


� 本文作者係台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 此年度通訊監察報告引自美國「聯邦法院行政局」網站：http://www.uscourts.gov/wiretap05/contents.html


� 詳見拙著之「簡析美國核發通訊監察書遠低於我國之原因」乙文，法務通訊第2284期(95.4.13)。


� 事實上，依照美國「聯邦法院行政局」所提出之「2005年度通訊監察報告」顯示，目前全美僅有44州有通訊監察之法律規定。換言之，在州案件之偵辦，並非全美各州均可進行通訊監察。而且，依據1997年至2005年之通訊監察報告可知，全美整年度至少核發1件通訊監察書之總州數僅分別為：23、25、27、25、24、19、23、19、22州。由此可知，縱使在有通訊監察制度之各州，全美有約二分之一的州在近9年內未核發過1件通訊監察書。換言之，在全美有過半數的州政府並未使用通訊監察，故已實質上無通訊監察制度存在。此由2005年度，全美各州核發通訊監察書之80％係集中於紐約州、加州、紐澤西州及佛羅里達州等4州，此亦可得知，美國大多數的州，在州案件之偵辦上，是沒有或極少使用通訊監察的。


� 此數據參照自「2005 wiretap report」之附件Table 7。


�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本案中表示，對口頭對話的通訊監察應受到美國憲法第4修正案之保障，詳見Berger v. New York, 388 U.S.41(1967)。


�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本案表示，在公共電話亭內之通話應有「合理之隱私期待」(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應受到美國憲法第4修正案之保障，詳見Katz V. United States, 389 U.S. 347(1967)。


� 以上修法沿革參考自Daniel R. Dinger所著之「Should Parents Be Allowed to Record a Child's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When They Believe the Child Is in Danger: An Examination of the Federal Wiretap Statute and the Doctrine of Vicarious Consent in the Context of a Criminal Prosecution」乙文(原載於Seattle University Law Review Summer, 2005)( 28 Seattle U. L. Rev. 955)。


�美國於發生911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國會於2001年制訂美國愛國者法（USA Patriot Act），其中包括「強化通訊監察程序」（Enhanced Surveillance Procedures）乙項，此項內容與通訊監察有關者甚多，例如︰增加得進行通訊監察罪名之範圍、通訊監察之標的，由特定線路（phone-by-phone）改為特定人（person-person）、延長監聽期間等等，參考自錢世傑所著之「網路通訊監察法制與相關問題研究」p56、58，中原大學財經法學系碩士論文，民國91年出版。


� 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1條(b)(1)之規定，所謂之「檢察官或政府律師」係指檢察總長或其助理(the Attorney General or an authorized assistant )、聯邦檢察官或其助理(a United States attorney or an authorized assistant)及依法執行檢察官職務之政府律師(any other attorney authorized by law to conduct proceeding under these rules as a prosecutor)。


�所謂之「各犯罪調查機關或其他負有調查犯罪職務之執法官員」，依據「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0(7)條之規定係指美國聯邦或州及其所屬機關之依法有權執行調查或逮捕本法所列各種犯罪之官員，或執行檢察權限之檢察官而言。


� 參考自Julie P.Wuslich所著之「An Overview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Law ,Policy ,And Procedure」乙文，此文搜尋自網頁http://www.unafei.or.jp/english/pdf/PDF_rms/no59/ch26.pdf


�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Manual9-7.100搜尋自美國司法部網站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1/title1.htm


� 參考自「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Its Role in the Area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乙文，Prepared by the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Unit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登載於「United States Attorney's Bulletin September 1997」。


�「確認書」(affidavit)所載之內容應包括：犯嫌之身份、實施通訊監察之類型及地點、所犯罪名、合理懷疑之事實、通訊監察之必要性、所需通訊監察之時間、最小化原則(minimization)等，參考自前揭Julie P.Wuslich所著「An Overview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Law ,Policy ,And Procedure」乙文。  


�見前揭「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Its Role in the Area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乙文。 


� 有人誤認美國之司法警察機關就通訊監察擁有聲請之發動權，僅是要經過檢察官之許可程序而已。事實上，在美國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發動權，係由聯邦檢察官獨占而非掌握在司法警察機關手中，此制度設計與我國之羈押制度相同，係由檢察官掌控羈押之聲請權，並非由司法警察機關逕向法官為之。詳見拙著之「美國司法警察機關可否逕向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法務通訊第2283期(95.4.6)。


�參考整理自「Interview with Director Frederick D.Hess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乙文及前揭之「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Its Role in the Area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乙文，均登載於「United States Attorney's Bulletin September 1997」，至於「電子監控小組」詳細之審核流程，見前揭拙著之「美國司法警察機關可否逕向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


� 此數據參照自「2005 wiretap report」之附件Table 5。


� 參考前揭之「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Its Role in the Area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乙文。


�「supervising」乙詞，參考自Monica Bachner所著之「So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a Wiretap:Practice Tips If You Never Have」乙文。


�「training」乙詞，參考自Julie P.Wuslich所著之「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A Case Study」乙文。 


� 參考前揭Julie P.Wuslich所著之「An Overview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Law ,Policy ,And Procedure」乙文。


� 參見Michael R Sklaire所著之「Don't Forget To……」乙文，登載於「United States Attorney's Bulletin September 1997」。 


� 有關檢察官簽發之「最小化原則指示書」之格式及內容，請參考「Electronics Surveillance Manual Procedures and Case Law Forms」之FORM 5，Prepared By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Unit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


� 參考自American Law Reports ALR Federal (The ALR databases are made current by the weekly addition of relevant new cases.)，James Lockhart著。


� 參考自前揭Julie P.Wuslich所著之「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A Case Study」乙文。  


� 同註25。


� 參考自前揭Julie P.Wuslich所著之「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A Case Study」乙文。


� 同註25。


� 參考自「Electronics Surveillance Manual Procedures and Case Law Forms」p.27，Prepared By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Unit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  


�本文作者係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調法務部檢察司辦事，目前奉派至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進修中。


�全美共分為94個聯邦訴訟轄區，每一個聯邦訴訟轄區由1個聯邦檢察官( United States Attorney，簡稱為US Attorney )掌管，但關島與北馬里亞納群島兩個聯邦訴訟轄區僅由1個聯邦檢察官掌管，故目前全美共設有93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共有93個聯邦檢察官，各聯邦檢察官在其訴訟轄區內僱用助理檢察官(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簡稱為AUSA)，並由助理檢察官執行各項職務，國內有人將此「聯邦檢察官」翻譯成「聯邦檢察長」，而將「聯邦助理檢察官」翻譯成「聯邦檢察官」。本文所指之聯邦檢察官，事實上係指「聯邦助理檢察官」(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AUSA)而言，惟因國人已習慣將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稱之為「聯邦檢察官」，故本文從之。


�本文僅就美國聯邦之通訊監察聲請程序作介紹，州政府部分，因為各州間不僅規定不甚相同，甚至有若干州是不准許進行通訊監察的。依據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6(2)條之規定︰各州檢察長或其下屬機關之檢察長得向有管轄權之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該法官得依據本章第2158條之規定核發之。由此可知，各州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權，係由各級檢察長獨占，州司法警察機關不得逕向州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





�參考自Julie P.Wuslich所著之「An Overview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Law ,Policy ,And Procedure」乙文。


�搜尋自美國司法部網站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1/title1.htm


�參考自「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Its Role in the Area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乙文，Prepared by the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Unit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登載於「United States Attorney's Bulletin September 1997」。


�所謂「最小化原則」係指依美國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8(5)條之規定，執行通訊監察時，應對與本案無關之對話進行最小可能性之截聽。換言之，當執行通訊監察人員截聽到與本案無關之對話時，應即終止之。


�確認書所應載明之事項，參考自Julie P.Wuslich所著之「An Overview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Law ,Policy ,And Procedure」乙文。


�參見Monica Bachner所著之「So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a Wiretap: Practice Tips If You Never Have」乙文及「Wiretap:A DEA Agent's Perspective Interview with Special Agent Mark Styron」乙文，均登載於「United States Attorney's Bulletin September 1997」。


�參考整理自「Interview with Director Frederick D.Hess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乙文及「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Its Role in the Area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乙文(Prepared By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Unit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均登載於「United States Attorney's Bulletin September 1997」


� 參見前揭Monica Bachner所著之「So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a Wiretap:Practice Tips If You Never Have」乙文，登載於「United States Attorney's Bulletin September 1997」。


�本文作者係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調法務部檢察司辦事，目前奉派至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進修中。


�此通訊監察報告引自美國「聯邦法院行政局」網站：http://www.uscourts.gov/wiretap04/contents.html


�此數據參照自「2004 wiretap report」之附件Table 7。


�此「檢察官操作手則」搜尋自美國司法部網站http://www.usdoj.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1/title1.htm


�參考自Julie P.Wuslich所著之「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A Case Study」乙文P541，刊登於「119th International Training Courses Visiting Papers」，以及「Electronics Surveillance Manual Procedures and Case Law Forms」之Form1、3，Prepared By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Unit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


�惟美國目前使用「機動性監聽」之件數不高，依照美國「聯邦法院行政局」所提出年度通訊監察報告顯示，自1997年至2004年使用「機動性監聽」之件數分別為：12、24、18、27、16、9、6、1件。


�參考自錢世傑所著之「網路通訊監察法制與相關問題研究」p56、58，中原大學財經法學系碩士論文，民國91年出版。


�參考自American Law Reports ALR Federal (The ALR databases are made current by the weekly addition of relevant new cases.)，James Lockhart著。


�此數據參照自「2004 wiretap report」之附件Table 5。


�參考自「The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Its Role in the Area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乙文(Prepared By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Unit Office of Enforcement Operations)，登載於「United States Attorney's Bulletin September 1997」


�目前之司法部部長Alberto R. Gonzales 係於2005年2月3日就任美國第80任司法部部長。


� 以下統計數據及圖表係摘自「聯邦檢察官年度統計報告(2004會計年度)」(United States Attorneys’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Fiscal Year 2004) ，搜尋自美國司法部網站http://www.usdoj.gov


� 美國除了起訴至地方法院(District Court)之案件外，另有大量之案件係起訴至治安法院(Magistrate Court)，地方法院會指派治安法官(Magistrate Judge)掌管該類案件，包括微罪(misdemeanor)審理、預審聽證(preliminary hearing)、審前請求案之處理(disposition on pretrial motion)等等，以下所引之統計數據資料均未將治安法院案件計入。 


�本文作者係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調法務部檢察司辦事，目前奉派至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進修中。


�考克斯原係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專攻勞工法、憲法及行政法。在1950年代期間，他替時任參議員的約翰甘迺迪(即JFK)負責相關法案之研擬，並在約翰甘迺迪競選總統時擔任重要智庫。約翰甘迺迪擔任總統時，延攬考克斯擔任司法部副部長(Solicitor General)(係司法部之第3號人物，彼時之司法部長係約翰甘迺迪之胞弟勞伯甘迺迪)，甘迺迪兄弟二人對考克斯信任有加，二人間有何意見不一致時，總會要求對方去向考克斯查證(「check it with Archibald」)。可見，甘迺迪家族對考克斯的信賴。甘迺迪兄弟遭暗殺事件的發生，使原極有機會出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考克斯黯然辭職，回到哈佛大學繼續任教。1972年水門案發生後，司法部長Elliot Richardson於1973年5月18日本其司法部長之固有職權，直接任命考克斯為調查水門案的特別檢察官。以上參考自John P.Frank所著之「Archibald Cox: Conscience Of A Nation」乙文。


�參考自Ken Gormley 所著之「An Original Model Of The Independent Counsel Statute」乙文及John Padilla、Alex Wanger二人合著之「The Outing Of Valerie Plame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Political Investigations After The Independent Counsel Act’s Demise 」乙文


�考克斯遭解職後，又再次回到哈佛大學任教，直至退休，嗣於2004月5月間去世。考克斯因水門案的 「星期六夜晚大屠殺事件」而被譽為「美國的良心」(Conscience Of A Nation)，卻也因為他與甘迺迪家族間的親近關係，而遭懷疑其對尼克森總統窮追猛打的用心。此項批評搜尋自http://encarta.msn.com/encyclopedia_761581525/Archibald_Cox.html


� 參照陳長文所著之「獨立檢察官之必要」乙文，登載於中國時報94年12月18日民意論壇。


� 史塔於1994年8月被指派調查克林頓夫婦是否涉及阿肯色州一宗土地弊案(即白水案)，但史塔於調查多年無顯著成效後，竟將調查方向轉移至白宮旅遊辦公室的革職事件、政府濫用中央情報局檔案案件等，最後更轉移至克林頓本人的性醜聞案件。


� 參見Allison Marston Danner所著之「The Prosecu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Independent Counsel」乙文


� 本人所見諸文章之中，認為獨立檢察官制度不應繼續存在之理由，不外乎：一、成效不彰：自有獨立檢察官制度以來，花費成本與效果不成比例。二、欠缺監督的機制：獨立檢察官於選任後，毫無監督機制(包括內控及外控機制均闕如)。三、其定位不明，有第四權之譏。四、偵查裁量權限過大。


� 參見前揭John Padilla、Alex Wanger二人合著之「The Outing Of Valerie Plame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Political Investigations After The Independent Counsel Act’s Demise 」乙文。


� 參見王雲海所著之「美國賄賂罪之實體法與程序法」乙書第109至113頁。


� 原條文係「The Attorney General or any officer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r any attorney specially appointed by the Attorney General under law , may ,when specially directed by the Attorney General, conduct any kind of legal proceeding ,civil or criminal……… 」


�最近一任之特別檢察官係調查美國情報局洩密案的特別檢察官Patrick J. Fitzgerald。Patrick J. Fitzgerald係現職的美國聯邦檢察官(� HYPERLINK "http://en.wikipedia.org/wiki/U.S._Attorney_for_the_Northern_District_of_Illinois" \o "U.S. Attorney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Illinois" �U.S. Attorney，國內有人翻譯成聯邦檢察長)，服務於北美伊利諾訴訟轄區( Northern District of Illinois�)，1985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1988年在紐約市擔任聯邦助理檢察官(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2001年10月間經國會同意，任命為北美伊利諾轄區聯邦檢察官。2003年12月30 日司法部代理部長� HYPERLINK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B._Comey" \o "James B. Comey" �James B. Comey� (Comey係司法部副部長，當時因為司法部長� HYPERLINK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Ashcroft" \o "John Ashcroft" �John Ashcroft�請辭，故由其代理)，本其司法部長(代理)之職權，直接任命Patrick J. Fitzgerald為調查美國情報局洩密案的特別檢察官迄今。


� 以下整理自美國「獨立檢察官法」(The Independent Counsel Statute)


� 此即所謂的「28 C.F.R. Part 600」


� 參前註12


�請參考司法部代理部長� HYPERLINK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B._Comey" \o "James B. Comey" �James B. Comey�之任用文件原文："By the authority vested in the Attorney General by law, including 28 U.S.C. 509, 510, and 515, and in my capacity as Acting Attorney General pursuant to 28 U.S.C. 508, I hereby delegate to you all the authority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with respect to the Department'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lleged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of a CIA employee's identity, and I direct you to exercise that authority as Special Counsel independent of the supervision or control of any officer of the Department."，引自� HYPERLINK "http://www.gao.gov/decisions/appro/302582.htm#_ftn1" ��http://www.gao.gov/decisions/appro/302582.htm#_ftn1�。


�引自B-302582, Special Counsel and Permanent Indefinite Appropriation, September 30, 2004，搜尋自� HYPERLINK "http://www.gao.gov/decisions/appro/302582.htm#_ftn1" ��http://www.gao.gov/decisions/appro/302582.htm#_ftn1�





�本文作者係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調法務部檢察司辦事，目前奉派至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進修中


�1973年10月20日星期六下午，尼克森總統因恐遭水門案波及，乃相繼下命司法部長及副部長立即解除考克斯之職務，但均遭拒絕，司法部長及副部長因此分別辭職及遭受解職。最後，由第二副部長下命解除特別檢察官考克斯的職務，此稱之為「星期六夜晚大屠殺事件」(Saturday Night Massacre)。參考自Ken Gormley 所著之「An Original Model Of The Independent Counsel Statute」乙文及John Padilla、Alex Wanger二人合著之「The Outing Of Valerie Plame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Political Investigations After The Independent Counsel Act’s Demise 」乙文。


�例如「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規則」第600.3a條規定，司法部長應自非美國聯邦官員中選任特別檢察官。


�依「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規則」600.1之規定，當司法部長認為由聯邦檢察官或司法部進行調查或追訴有利益衝突時或在特殊情況下指派特別檢察官較符合公眾利益時，得指派特別檢察官。


�依「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規則」600.7c之規定，如果司法部長認為特別檢察官有失職、利益衝突或其行為有違反司法部政策等其他正當事由者，得解除特別檢察官之職務。


�依「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規則」600.4之規定，特別檢察官之偵查權限範圍由司法部長指定及決定是否擴展。


�依「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規則」600.7a之規定，特別檢察官有遵守所有司法部相關之行政規定及政策的義務。


�依「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規則」600.8a2及600.8c之規定，特別檢察官有向司法部長提出各項報告之義務。


�參見「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規則」600.7b之規定。


�參見美國聯邦法典第28章第592條之規定(以下註10至註15均以28USC592之方式表示)。


�參見28USC593之規定。


�參見28USC597之規定


�參見28USC595之規定


�參見28USC594(h)(1)(b)之規定。


�參見28USC596之規定。


�參見28USC594(i)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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